
内 容 提 要

    传教方针和策略是研究传教史时必须着重考察的问题。本

文选择了晚清和民国初期 (19世纪70年代一20世纪20年

代)为该篇论文考查的时间断限，以1877年、1890年、1907

年和 1922年这四次在上海召开的来华传教士全国性大会为

参照，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发展观点，研究晚清时期基

督教在华传教方针的擅变过程。这个过程显示为传教士集体对

基督教教育、“传教士问题”、在华基督教各差会的联合、基督

教的“本色化”和基督教对世俗事业的参与这五个方面问题方

针策略的动态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在华传教方针产生变化的时

代原因;并通过对比晚清基督教与明清天主教的传教策略，凸

现了基督教在时代环境逼迫之下的“被动”应变;同时也预示

着在华传教士福音理想失败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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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four China

missionary national conferences which were held individually in

1877, 1890, 1907, 1922 in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70s'-1920s'),  using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viewpoint of

Marxism to study the transmutations of preach policie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whole

missionaries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policies for the following five

problems: Christian education，the problems of missionaries，the

union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 Christianity's ization and

Christianity'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causes.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reasons which cause the change of

preach policies in this period, making clear that Christianity was

forced to change under time circumstances through Comparing

preach policie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at of

Catholicism in the period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y,

showing the whole missionaries were thinking the time meaning

from the past and set a new course for the future about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and predicting missionary's historical destiny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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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晚清和民国初期 (19世纪70年代- -20世纪20年代)是

中国民教冲突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风起云

涌的时代: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庚子 变、新文化运动、非基运

动等，中华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 华基督教传教士陷入从未

有过的窘迫的困境。于是，应对时代对传教士的需求，基督教来华

传教士及时召开全国性大会商讨应对时局的策略。本文对这一时间

段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传教策略的发展作了初步的考察研究:

    文章共分七部分:

    绪 论

    传教方针和策略是研究基督教史时必须着重考察的问题之一，

但学术界对传教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即老又新的话题。本章在回顾了

相关的学术回顾后，指出其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局限之处，这些不

足和研究传教策略的社会价值意义构成了本文选题的缘起。同时对

本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和本文的资料来源都作了简单介绍。

    第一章 关于来华传教士四次全国性大会的概况

    本文对晚清 (19世纪70年代- 20世纪20年代)传教士

传教方针擅变过程的研究，是以来华传教士分别于1877年、1890

年、1907年和1922年这四次全国性大会作为参照和资料来源，

并以此透视基督教在华传教方针擅变的时代原因及其时代命运。阮

仁泽、高振农在《上海宗教史》上对这四次大会有作一些介绍，本

文在此基础上，收集《教务杂志》，从中又梳理出些许其它资料，



对这四次大会的介绍又作了一些具体细节方面的补充。

    第二章 基督教教育

    19世纪60年代，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在对西方物质文化精

神文明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发展教育的主张。这得到当

时的洋务运动领导人的赞同，于是西学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得到加

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看到以基督精神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

变革的时机到来，于是他们大大加强了自己在教育领域内的活动。

本章分别以1877年大会上传教士狄考文关于《基督教会与教育》

的演讲和 1890年大会上对是否用英语教学的讨论作为事实依据

来考察论证这两次大会对历史上基督教教育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意

义。其中两次会议上所产生的两大组织“益智书会”“中国教育会”

均促进了教会学校从“差会教育”向“基督教教育”转变的过程。

    第三章 传教士问题

    在中国政府护教政策的保护下，民间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

教案频频发生，最终导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基

督教堂遭到焚烧，传教士遭到杀害，基督教成为大多数国人怀疑、

警惕乃至产生本能的反感的对象。因而在这次血的教训下，百年大

会上，传教士整体对自身以往的行为进行集体反思。本章首先回顾

了1877年、1890年和1907年这三次大会上传教士整体对“条

约保护”政策态度上的变化，然后以百年大会上传教士对“传教士

间题”的集体反思为重点，透视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传教士在传教策

略上的大调整。

    第四章 在华基督教各差会的联合

    1890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各差会的联合，1907年会议上把差

会的联合列为重点。本章以百年大会会议讨论为依据，第一节阐述



差会分立的现实和联合的必要性;第二节探讨了实现差会联合的步

骤;第三节以基督教大学实现联合办学作为个案研究，来证实实现

差会联合的可能性。

    第五章 基督教的“本色化”

    自1907年大会上来自汕头的传教士汲约翰首次提出“自治、

自养、自传”的三自口号后，在华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便开始自觉地

实践基督教的“本色化”过程。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讨论的主

题是“中国基督教会问题”，中心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教会的自立，

收回教育权，如何实现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因此这次大会是中

国基督教本色化事业的起步和开端。这是传教士整体对正掀起于全

中国的“非基运动”的应对策略。本章首先回顾了自立教会运动发

展的历史，然后指出“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这两个概念间的区

别，然后探讨“本色化教会”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最后对时代所

急需的中国教会领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作一番研究。

    第六章 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

    1922年上海基督教全国大会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把批判基督教的运动推向高潮，掀起了一场历时 6年的非基督教

运动。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矢之的，受到社会的公开谴责和攻击，

基督教被一致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些指控在当时中

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荡和回响。基督徒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

代，一直在努力以行动来答辩此等攻击和挑战。于此，中国基督教

界做出对 “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这

个问题的反省，也就是说，基督教的现世意义何在?基督教对中国

人的生活有何贡献?

    本章以基督教如何参与中国的社会世俗事业:如何推进目前中



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如参与中国的乡村建设和工业经济，如何作好

各项服务性事业，及参与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重建。这是二三十年

代中国教会着重思考的问题，这涉及到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社会、

能否得到中国人承认的问题。

    结 语

    在考察了基督教在晚清和民国初年 (19世纪70年代— 20

世纪20年代)传教方针的殖变和分析了其产生变化的原因之后，

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由于基督教的一些“先天不足”和中西文化的

差异、中华国民的时代觉醒这些综合因素促成了基督教在华传播不

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上发表《晚明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探析))(该

文中的 ‘基督教’即指 ‘天主教’)论文，着重分析了晚明这个特

殊时间段天主教会士的传教方针;还有1985年张维华、孙西在《文

史哲》第一期上发表《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方针的演变》一

文;1985年许椒明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论文《关于顺康雍

时期的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播凤媚于1990年在《西苑》第五

期上发表的《从晚清皇室信仰看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等。利玛窦、

罗明坚等人是首次提出“和平传教”的第一批传教士，他们的传教

方针是明智地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们的传教经验无论对天主教

会士还是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无疑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鉴于

此，学者们纷纷对明清时代耶稣会士的传教方针进行研究。这些关

于明清时代天主教会士传教策略的著作和论文为本人作晚清和民

国初年这个时间段的基督教在华传教方针的历史考察提供了研究

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参考。

    但是19世纪基督教在华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天

主教，西方用先进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用武力击破了大清

国民“天朝上国”的幻梦，也打碎了其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态。西方

传教士在西方强大武力的保护下，与其本国政治家、商人一起联合

开拓在华的事业，有着军事力量作后盾，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趾高

气扬，盛气凌人，随意践踏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这个时代的

基督教传教士不能做到像明清时代的耶稣会士那样主动积极地适

应中国的文化，这些传教士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使他们不愿臣服中

国落后的封建文化，更不愿为了迎合中国人而对其传教方针做出调

整，直到每一次遇到中国时局发生剧烈变动时，他们才不得不被动

地稍作应变。这些应变在1877年、1890年、1907年和1922



年这四次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全国性大会上能看到其完整的擅变

过程。因此，基督教在华传教方针的制定是随着中国时局的变化而

变化的，是应着时代的回音，可以说基督教传教士的应变是极其被

动和不情愿的。

    随着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之后，西方传教士便开始了对基

督教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几乎是与在华传教士的福音布道过程同

步进行的。其中一类是早期传教士的原始著述，这种著作起步最

早，论著也最多，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士的英文资

料和著作，数量约在800-1000之间，1此外还有大量论文。这

些原始著述多是来华传教士发回母会的述职报告、与国内教界朋友

的书信往来及回忆录等。2尽管这些著述大多带有个人情感，且属

教会修史性质，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由于他们是整个新

教传教事业的当事人，直接参与了在华传教的事务，他们的著作书

信等都是研究传教士的最原始和最真实的资料来源;由于中西文化

巨大的差异、时代的影响、经济上的落后和思想的保守使得中国人

最初难以接受基督教，这些都使得传教士的在华布道事业困难重

重，因此对有关传教手段、传教技巧等方面的考虑是传教士们经常

面对的问题。因而在他们的著作、大量的书信往来和向母会述职报

告的内容中大多都是谈有关“如何传教、如何使传教的效果更好”

1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由于著作繁多，这里只选有代表性的几本:1858年《福州己故传教士传略》(The Mission
Cemetery and the Fallen Missionaries of Foochow China); 1861年格魏林的《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1864年裨治文夫人
的《裨治文生平与活动》(The life and ]abets of Elija Coleman Bridgman);  1889《卫三畏的生平
与书信》(The lifes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97年《伯驾的生平书信与日记》(The
lifes,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Peter Parter); 1907年《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1907)和赖德烈于1929年出版、后经不断扩充的《基督教在华传
教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这部巨著就包含七卷本的《基督教扩展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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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涉及到传教手段和计策方面的问题，这些尽管都带有传教士个

人观点，打上传教士个人的经验烙印，而且这些书信也都未能有意

识地上升到传教方针和传教策略的高度，但是，毕竟这时期绝大多

数的传教士的著述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

    在中国大陆和港台方面，早期研究新教来华传教活动的作品相

对西方传教士的著述来说，作品不多，且开始时间较晚，其中有谢

洪责的《中国耶稣教会史》，和后来的《西广东长老会历史》、《福

州美以美会年会史》、《两广浸信会史略》、《浸信会在华布道百年

史》。这几本阐述基督教在中国或各地方传教经过的简史，这其中

有捎带涉及到传教手段和策略的内容，但这方面的内容不多，且属

于教会内部修史的性质，属教会事工的一部分。1940年福建协和

大学教授王治心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1968年，台湾杨森

富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1957年刘瑞滔主编的《港澳粤名牧

生平》，1960年简又文出版的《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1968

年罗彦彬主编《中华礼贤会在华传教史》。这些作品多因出版在新

中国成立之后，故均能对近代史中的传教活动作总结性的回顾和评

价。这其中就已经有更多的文字涉及到传教方针和策略方面的内容

了。但毕竟这些著作多是对传教史的回顾，属通史性质，也只能是

对传教士个人或某个差会宗派的传教方法和特点进行评述。这里需

要单独提到的是美国汉学家Paul.Cohen(柯文)的著作《传教

策略的比较:戴德生、李提摩太、利玛窦》。这本著作里，柯文把

19 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策略与明清天主教传教方针进行比

较，然后，又对比基督教内地会与其它各派别之间传教策略的不同，

这是学术界较早专门研究传教策略问题、从历史跨度对比明末和清

末两个时期的传教策略的不同的一部著作，但其不足之处仍是局限



于对传教士个体或以个体为代表的差会派别进行研究，不能从来华

传教士整体这个高度来把握。这本书是作者年轻时完成的，1975

年被译成中文，直到如今，研究来华传教策略的著作，大都引用这

本著作。

    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恢复，中国大陆和港台学术界

也恢复了对基督教传教史的研究，这二十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丰。

关于基督教传教史就有: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这是研究传教士方面的一部拓荒性学术著作，它回顾了传教士自鸦

片战争到 1949以来的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全过程，对传教士在军

事、外交、政治、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各方面的活动进行了系统

的论述。其中对传教策略和传教方针方面该书首次提出“孔子加耶

稣”的说法，也就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部分传教士如林

乐知、花之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提倡的走“上层路线”的传

教策略，这完全不同于早期传教士的“孔子或耶稣”的战略。1997

年王立新出版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他在这本书中

提出“基要派”和“自由派”这两种传教策略，也就是“直接布道”

与 “间接布道”的区别，其中“自由派”和顾长声的 “上层路线”

的提法相对应。但这比顾长声的“孔子加耶稣”的提法要更全面更

形象更进步的多。顾的“孔子加耶稣”和王的“基要派”、“自由派”

这两种提法基本上对有关传教策略和方针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

种模式和框架，此后也无人再提出新的观点。

    以上是自马礼逊来华到当代，西方学者和大陆港台学者对于传

教方针与策略方面的研究成果，成果虽丰，但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

足之处:第一，有关传教手段和技巧的内容虽大量存在于早期西方

来华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和述职报告中，可以说这一时期



是西方从“如何更好地传教”这个现实角度来研究传教手段和策略

的主要时期。但这些著述是零碎地散落于私人信件中，还没有有意

识地从“方针”和“策略”的高度加以总结，且属于教会事工的一

部分，不具有学术价值 (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本土学

者那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随着1949年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大

陆的退出，传教士个人的著述也就随着其传教事业的结束而结束。

第二，对传教策略的研究，在中文方面的著作还嫌不足，八九十年

代稍有进步，顾长声和王立新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但很快中文学

者对之研究的趋势又走到“中西文化交流互动”这个动态的层面上

来，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细致深入。第三，西方学

者对这个问题的著述多属于传教士个人传教经验的总结，带有很强

的个人情感的片面认识，代表的只是传教士个人或其所在差会的观

点;大陆学者顾氏和王氏二人对该问题的认识也局限于把传教士分

为派别来看待，而没能够从传教士整体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

此，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要么被局限

于传教士个人的经验回顾，要么被局限于差会派别的不同，都不全

面。前人研究的不足正是本人试图进一步研究的动力所在。本文欲

图以来华传教士随着中国时代局势的变化，分别于1877年、1890

年、1907年和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这四次大会作为契机，把基

督教在华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对象，从宏观方面来考察他们在中国

时局最动荡的年代如何集体应对这些变化，调整他们的传教方针和

对华态度，这是本文选题的主要动机。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发展的观点，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社

会学、历史学和基督神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对基督教来华传

教士的传教方针的擅变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动态分析。论文第一
                                                              vi



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次大会进行了一些补充介绍，第二章到

第六章分章节对四次大会关于传教方针的擅变过程作动态分析。该

擅变过程从基督教教育 (第二章)、传教士问题 (第三章)、基督教

在华各差会的联合 (第四章)、基督教的“本色化”(第五章)、基

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 (第六章)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由于资料及本文作者学识的限制，特别是很多西文资料的阔如

和相关年限的中文杂志的难以收集，因此挂一漏万及错讹之处在所

难免，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章 关于来华传教士四次全国性大会的概况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9世纪70年代，在华新教差会力量逐渐壮大，

差会数量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说，各差会之间还是独立封闭的，在各自地盘内

宣道。只有1843年因讨论圣经“god"一词译名的需要，在华传教士多数集

中在香港召开了一次大会，受这次大会启发，传教士认识到很多重要间题靠个

体传教士是无法解决的，只有依靠全体传教士的集体力量才能解决。于是传教

士分别于1877年、1890年、1907年和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

大会。关于这四次大会阮仁泽、高振农在其《上海宗教史》一书中作过介绍，

本章节在这里想作一些其它方面的补充。

    一、四次大会召开时间的确定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如何加强各差会

和传教团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传教士相互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地区传教事业的

协调发展就成为一种切实需要。1867年创刊的《教务杂志》为传教士讨论传

教问题、交流传教工作经验 、互通信息提供了一个园地，间接地满足了这种

需要。但传教团体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流关系的建立，特别是传教运动进一步

发展所必须的向协调化 、组织化过渡的需要却是一个杂志所满足不了的。因

此70年代以后，传教士进行了新的尝试:1874年，在山东烟台，由美国长老

会发起召开了长老会在华传教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不仅有美国长老会成员，

还有其它国家的属长老会一宗的传教团体代表及山东地区的其它差会代表。

就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关于召开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的提议，这一提

议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由美长老会的倪维斯

  (Rev.J.L.Nevius,D.D)、英伦敦会的韦廉臣(Alex. Williamson,LL.D)和美南

浸信会的海雅西(J.B.Hartwell)三人起草一个通告，向全国各地、各新教传教

团体的传教士征求意见。1875年中，在综合各地传教士的意见之后，他们正式

提出召开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建议。同年，由狄考文等七人组成的筹备委

员会组成，并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1877年五月份第一次来华传教士全国性



大会在上海如期召开。‘

    在该次大会上便决定于十年以后再次召开第二次全国性的传教士大会，但

是时间到了1886年时，至于下一次全国传教士大会究竟于何时召开的这个问

题在全国传教士中间形成了分歧，各派传教士均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争论很激

烈。于是《教务杂志》第16期编辑部发起了关于何时召开该次大会的讨论。

有意见者尽可以写信到编辑部发表各自的观点，于是《教务杂志》编辑部当

时几乎成了一个收集传教士关于下一次大会召开时间的中介。2

    根据编辑部对于各派意见的收集得知，当时传教士中间形成了两派意见:

第一派均认为该次大会应于1877年后十年后召开为宜，“如果18个月的准备

时间充足和来得及的话，如果上海方面赞成的意见占多数的话，会议便于1887

年召开。”

    这一派，以韦廉臣、范约翰、倪维斯、费启鸿、斐笛 (音译名)等为代表，

其中韦廉臣陈述他具体的理由:“中国近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

知识分子等上等阶层的生活里，蒸气机、 电话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各种新

闻报纸渗进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在议论着他们国家的

正在改变着的环境。的确，我们应该花时间考虑这些，当中国的改变还处在萌芽

状态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否则中国就会向着我们希望的相反的方

向发展了。”‘

    他认为在中国各项事业处于改革的萌芽状态时，为了领导中国今后的发展

和走向，应当机立断，不失时宜，立即于1877年后的十年召开该次大会。他

还说:“战争和条约使中国走进了基督教的大门，所有以前中国人固守的天朝

上国的优越感和闭关自守均被冲破了，他们被驱使着承认外国民族的优秀和平

等，西方的先进的船炮等科技使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位置、国家体

制资源等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他们想学西方，政府开始聘请西方传教士，他们

目睹了我们精制的发明和机器，这些都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些使他

，Recorder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77 held at
Shanghai. May7-20,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 l-2.
The Chinese Recorder,Voi.XVI(I886),pp475-478.
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I(1886),pp475-478.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



们更加靠近我们，这样上帝已经把中国送给我们基督教作为一名学生，这给我

们很大的鼓舞。”‘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有利于基督教，无论是中国政

府还是中国人民都对由基督教引入的西方文明感到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和

西方物质文明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现实利益使他们日益亲近于西方，亲近于西

方传教士。这种状况使传教士们极受鼓舞、拓展教务、信心激增。立即召开会

议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的热切愿望昭然若揭。

    但是，很多人不赞成在1887年这个时间召开该次大会。他们认为，对于

这种全国性的传教士大会，如此少的准备时间有过草率之嫌，再加上还需要很

大的一笔资金作为会议的开销，各差会与国内母会之间还需复杂冗长的报告、

讨论和批准等手续，所有的这些将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耐心。因此他们认为

选择1887年这个时间不是成熟的考虑，1890年才是更切实际的会议召开时

间。

    持 1890年召开会议的意见的人有费约翰、狄考文、 晏玛太、蓝相、汤

姆生，其中以费约翰为代表。

    鉴于以上的争论和各自所持的理由，《教务杂志》编辑部决定委派不同地

区的S-7人组成的委员会实地调查，弄清各地区传教士的意见。在经过如此

细致的商讨后，才最终确定于1890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性传教士大会。z

    1890年的会议上产生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通讯委员会，该委员会设立在

上海，职责是:就1890年大会上要商讨解决的问题征集各地传教士的观点和

意见，包括讨论关于下一次大会召开时间的问题。通讯委员会要求各地方教会

都得委派一名代表与之保持经常的联系。

    该通讯委员会原本确定于1900年为下一次大会召开的时间，与上一次大

会相隔十年。但rh于为T不与1900年在关I0IL约召]「的III-界传教I:大,̂-4.l I碰

撞，加上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决定推迟这次大会到1901年4月份召开。后

来又推迟到1907年，欲借马礼逊来华100周年纪念日作为第三次全国大会召

开的时间。一方面是为了纪念马礼逊，同时又欲借所有传教士对马礼逊的尊崇

史静衰《狄考文IDiI徒雷q-q方新教传教I:&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人iUl版社]1999;I-N, “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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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新教传教士来华百年纪念的团结气氛来推动欲提交大会讨论的重大问题

的有效商讨与解决，所以最终大会时间被一致确定在1907年。

    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召开了世界基督教会议，其续行委员会主席穆德

的演讲影响了在华的基督教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民族基督教会议”于1913

年召开，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员会”，正是这 “中华续行委员会”

组织了1922年全国大会的召开。

    这四次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一般都是在五月初。这是因为考虑到四月份

是上海最潮湿的季节，也是学校最忙碌的日子，这对内地传教士的出行也极为

不方便，因公七五月份较为合适。‘每次大会会期均为十几天左右，分为土午、F

午和晚上三个时间段进行。每次会议时间很紧促，讨论的内容很多。

二、会议采取 “代表制”

    1877年的大会，有29个差会的126名传教士出席，他们代表着在华的

473名传教士(包括传教士的妻室)，大会还邀请了16名特邀者，他们是己经

从政或从商的原传教士。1890年大会上，共有40个差会445名传教士代表

1295位在华全体传教士参加了大会。2

    1907年大会还是采取代表制，代表是按1/10，2/20一25，3/26一29的

比例选举，也就是说，有10个传教士的差会将有权选送1位传教士参加大会，

以此类推，有20一25名传教士的差会可选送2名传教士参加大会，26一29

名传教士的差会可选送3名参加大会，如果一个差会在中国被分成几个教区的

话，则一个教区可选送一名代表。还规定所有25岁的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年轻

传教士和所有1890年大会上成立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都成为该次大会的当然

代表。”

为什么1890年、1907

都可峰李鹦?这是因为，
年大会都采取了代表制，而不是所有在华传教士

夕07年在华工作的西国传教士数日己很庞大，
1890 到近 1300名，而当扮已是3270名了，如果这3270多传教士

都被邀请的话，恐怕无法满足如此多人的住宿，所以形势要求必须采取代表制，

;震次嘿者甘然粼尹咒嘿糕卜
3补e以矛ne:e尺eco威;，vol沉vlll(1899年)，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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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表制不会有损于大会的效果，因为所有代表都是经过差会选举产生的，代

表全体传教士的意见和心声。不过任何传教士都可自由地参加大会，尽管没有

选举权，代表与非代表都同样地被提供门票，门票为 100美圆，以吸取少额费

用，以此希望补贴一些印刷和小的开销。

      1890年传教士大会有37个宗派和教会团体的445名传教士出席，有的

还偕同眷属。有3名早期的中国信徒也作为大会成员参加，其中包括上海圣公

会的颜永京夫妇。参与人数不仅比上届更广泛，同时也反映了各差会势力的变

化。60年代才成立的新兴传教组织内地会竟派了84名代表参加，比伦敦会的

20名代表人数多的多。内地会还在自己总部的草坪上单独举行茶会款待全体

与会代表，表现的很活跃。然而就国籍来说，美国的4个宗派(长老会、圣公

会派、浸礼宗和卫斯理宗)就有9个差会派有196名代表 ，加上其它宗派和

传教团体的代表，美国传教士代表要占全体到会人数一半以上。由于英美两国

传教势力的竞争，大会的组织和程序都十分注意 “平衡”问题。在开幕式上，

组织委员会即向全体代表建议大会推举两名主席:一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

      1907年大会上，因4月中旬，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会

议，许多代表也顺道来上海作为来宾参加了这次大会。因此即使大会筹备对大

会规模和程序等作了限制，但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还是达到1179人，其中传

教士代表500人，前来祝贺的各差会代表66人。一些新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团

体，如青年会、勉励会等，也开始在中国发展会务，这次也派有代表。为这次

大会提供活动场所的有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基督教青年会殉道堂，以及包括

圣三一堂在内的4座外侨教堂。上海邮局及刚刚创办的上海电话公司也为大会

装备了专用设置。当时照相也是一件新兴技术，全体代表在殉道堂及英国领事

馆摄影留念。

    这次会议还有上海市市政府专门为非传教士所安排的公众会议，一般一于晚

上在town hall举行，其中有两个晚_L安排了按尔吉 (音译名)主讲 “百年传

道事业”，李尔瑞主讲“马礼逊功绩”。还有其它四场专题演讲，这些会议有很

多人参加，演讲也很有秩序。

    这次会议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势，特意邀请一些官方代表及其秘书参加4



月27日为他们安排的会议。会场上放有一小盒子，观众可以把他们想问的问

题写在小盒子里，让这些官员与秘书作答。‘这种“间题盒子”的方式为以后的

会议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参与者对基督教的热

情。

    三、1922年大会的民主精神

    1922年大会与以往几次大会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基督徒参会人数的增多，

超过外国传教士代表。中国代表有474人，加_!二特约代表90人，总共有564

名中国人参加。其中扛苏142人、福建67人、广东56人、浙江46人、山

西41人、直隶35人、湖北31人。大会中国主席为Rev. C.Y。而此次大会

外国代表只有486人。z而1877年的126名大会成员全是外国传教士，没

有一个中国成员。1890年大会只有三名中国会员，他们分别是颜永京夫妇等。

1907年大会不成功的一点也是中国代表的缺少，后来于1913年召开的“民

族基督教会议”上有120名成员参加，其中中国人占1/3,“这次会议已在初

步纠正以往历届大会的不足之处。但真正形势的扭转应该是1922年这次大会。

超过一半人数的中国代表使这次大会显得格外激动和振奋人心，特别是对于中

国人来说。这个特征使这次大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中国代表在这次大会上迫

求的并不仅仅是大会期间几天的代表资格，而是永久的中国人参与自己教会事

物的决心。这次大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基督教会问题”，中心议题是如何实

现中国教会的自立，收回教育权，如何实现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因此这次

大会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事业的起步和开端。特别是该次会议上成立了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民族基督教理事会)，‘作为一个专门表达中国

基督徒心声和意愿的中心。这是该次大会获得的巨大成就。所以说这是一次

民主的大会，这木身迎介了新教的民J伴附111。

    它从理论与实践上开始了其意义深远的“本色化运动 ”，这一运动在思想

观念上导致了对教会应有何种“本色”及怎样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不同理解和

讨论。在组织体系上促进了教会机构的重组和创新。在政治上开始了基督教与

The Chinese Recorder, VoI.XVIII (1899年)，pp49
阮仁洋高振农U .'h宗教史》，I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7 ;.
同_L
H.G W. Woodhead,the China Year Book,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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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脱离关系的尝试，在文教事业上则形成了基督教在华

文教事业上本色化的努力，如“中华基督教文字事业促进社”的创立等。这种

中国教会 “本色化”探讨的曲折经历在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中国基督教文

献上得到了集中表现。这次大会不仅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界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基督宗教本色神学的构建。

    四、筹备委员会

    这几次大会正式召开之前，都有安排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来细致准备大会有

关事宜。

    1887年上海传教士协会上，提出就近在上海传教士协会会所聚会选举产

生189。年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单，于是威廉臣、费启鸿、法勃、和莫德坷(音

译名)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该临时委员会把中国划分为七个区，每个区选举

一名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于是白汉理、倪维思、湛耀华、费启鸿、香便文、

高德和海雅西被选，这七人构成1890年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后来委员会名单

又稍作调整，最终其名单被确定为白汉理、费启鸿、香便文、高德、海雅西、

威廉臣、与花之安等七人。’

    1890年大会上又成立专门的通讯委员会，筹备下一次大会事宜。通讯委

员会当时被称为provision committee，也即临时委员会。

    这些筹备委员会自有它的作用:事先准备大会的各项议程，作好一切人力、

物力、财力的准备以保证大会取得顺利圆满的成功。这种准备大到设定大会召

开的时间地点，小到积极筹备会员住宿吃饭的问题，还成立女士专门委员会，

专门考虑女代表的一些特殊情祝;还有关于会员的旅费开销问题，如这四次大

会，由于筹备委员会的广造声势，每次都获得一些轮船公司、铁路公司等的支

持，会员们只要亮出会员证，很多轮船公司铁路公司就会给以不同的打折优惠，

有10%, 20%不等;甚至一些细小的事情，如，山于IM相技术的发展，1907

年大会期间会员一起拍照留念时，大会代表们丢下了一些物品，诸如雨伞、手

帕、手套、梳子、笔记本之类，筹备委员会会张贴失物招领启事，让遗失东西
的会员来认领自己的东西。2会前筹备委员会还事先挑选优秀的人选发言、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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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参会论文;在全国传教士中间制造声势，掀起热情，这样才会让更多

的人来关往和参与此事。筹备委员会一般都是各区各地方教会选送一名代表构

成，所以筹备委员会的形成有助于各差会尤其与内地差会之间取得紧密的联

系，有助于差会间的联合与合作事业，并趋向于中国教会的同一。

    五、大会对祈祷仪式的重视

      1877年大会起开始，这每次大会都形成一种传统:每次大会都指定专门

人士率领大会成员每天于会议召开之前到专门指定的地点进行一定时间的祈

祷仪式。

    如1907年大会明确规定，每天祷告的晨会时fH!持续四十五分钟，每天晚

上也须在联合教堂举行祈祷会。这种祈祷会场，会员都极度虔诚。祈祷是基督

教的一项重要仪事，但在这里，除了是完成一种必要的仪事之外，由于全国大

会期间会涉及到很多对重要问题的讨论，而参会的都是来自不同教派不同差会

背景的传教士，对同一个问题，他们的意见会有分歧，甚至截然相反。这会引

起会场上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大型祈祷会在这里被利用来团结

和联络众多传教士情感的一种手段，让所有传教士在上帝面前许诺对团结的决

心。因此每次祈祷会都进行的极端认真和虔诚。

    甚至仅外国传教士析祷还不够，还要号召中国人一起参加联合祈祷。“一

次祈祷会既然能聚集许多外国人参加，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号召中国人一起来参

加联合祈祷呢?”在1890年的大会上，曾提到过让中国人共同祈祷的意义所

在:“没有当地机构的合作，我们将无法很好的从事工作，这是被大家一致供

认的原则”，“我们需要当地劳动者的合作，无论是有素养的还是无素养的，无

论是有薪水的还是无薪水的”。’这充分表达了西国传教士希望通过联合祈祷以

获得中国人的支持的愿望显得多么的急切。

    他们还举出发动联合祈祷的可能性:第一，日前中国有如此多的教会与信

徒，足以使寻找合格祈祷人选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些有一定墓督教经验和信仰，

具有一定《圣经》知识基础的教徒已足够提供联合祈祷的土壤。第二，如此众

多的且日益增长的外国传教士足以指导和监督当地人的祈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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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仪式的认真完成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四次大会的团结、和谐和谦逊友

谊的气氛。由于大会成员均来自不同差会背景，所以这种团结显得格外珍贵。

1890年大会上只有一次，在谈到“中国祖先崇拜”的问题时，丁匙良冒险读

了一篇关于当地人习俗的观点的文章，立即遭到了打马字的IN烈泌责，_且鼓动

其它人站起来反对。那是大会以来第一次遇到个人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也打

破了大会一直以来良好的气氛，幸亏石第森以幽默的玩笑及时缓和了气氛，他

建议会后晚上再单独设一个时间专门讨论此间题。’这样大会才继续转入正常的

友谊的秩序。

    六、1890年大会会员着装的问题

    1890年大会上的一个亮点是:约有1/4的成员穿着中国的服装，这些人

多来自内地或华北地区。大都市与沿海地区的传教士较少出现这种穿法。对于

这种现象，无论是把穿中国服装当作是一种手段还是属于经济上的迫不得已，

都引起了会员极大的关注。

    不仅内地会的成员而且其它很多差会的成员也都接受这种做法，大会的英

国主席和一部分会员也对这种穿法表示理解，大会的中国会员颜永京发表了他

的意见:说到健康方面，在东部地区，穿欧洲服装更有利于保护皮肤与健康。

与其说那是服装问题，不如说，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生活方式的伴随物。中国

的商店很少看见来自巴黎、伦敦的服装出售，更没有欧洲服装店。衣服破了，

甚至连个会缝制的中国裁缝都找不到。所以说，在具体的环境下穿中国服装完

全是不得已之中的事。这对经济拮据的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2

    有人认为，欲成为中国人，想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的想法促成了这

一做法。这种打扮确实有它的好处，如到一个新的地方，会免除不少尾随者和

观看的人群。但是长久地居住下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男士靠忍耐与坚持还可

以勉强应付。很多女性传教士因忍受不了这种环境而被迫回国。在这之后，许

多年轻的传教士也采纳了这种方式，企图用这种方式克服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土

时所带来的困难，实际上，这种经济拮据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本身也就蕴涵着

本土化的动机。不过这种动机和策略还完全属于潜意识和不自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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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以后，便开始创办差会学校招收学徒

以吸引中国信徒。这类学校一般为学生提供免费膳宿，宗教色彩浓厚。差会学

校完全是为了传教目的为了传播福音而开办，但几十年过后，成果甚微:此类

学校所吸收的中国学生一般都极度贫穷甚至是乞丐身份，由于中西文化的深度

隔阂，他们入校的动机并非源于宗教，而主要是冲着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而来

的。因此差会学校直接布道方式的失败，加上中国时局的变化:在西方资本主

义势力的入侵下中国原有的手工业生产向近代工业转化，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中

国人思想的变化，他们中一部分先进分子在对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的充分了

解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发展教育的主张。这得到当时的洋务运动领导人的赞同，

于是西学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得到加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看到以基督精神领导

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时机到来，于是他们大大加强了自己在教育领域

内的活动。尤其是1877年和1890年这两次在上海召开的来华传教士全国大

会分别成为西国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分水岭。

第一节 从 “差会教育 ”向“基督教教育”的转变

    1877年5月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大会，会上美国

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发表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一文，该篇文章激起

参会会员极大争论，并引发了传教士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是因狄考文

的建议，这次大会还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一组织。狄考文的《基督

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这篇文章与该次大会上成立的“学校教科一II委员会”(这

一点在第三节中有评述)这两件事成为西国传教:l:在华教育从 “差会教育”向

  “基督教教育”转变的转折点。

    “差会教育”与“基督教教育”的概念及其比较 据胡卫清博士的观点: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77年以前为传教教育阶段，传教

教育即差会教育阶段。1877一1927年为典型的基督教教育时期，1927年以

                                                              10



  后教会学校融入中国私立教育体制之中，从教育方针到课程结构都有重大的调

  整，是基督教教育的蜕变时期。其中，第二个阶段，即基督教教育时期，又可

  分为三个小阶段:即1877一1890年为过渡发展时期，1890一1921年为基

督教教育体制的完成时期，1921一1927年为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时期。

  ，胡卫清博士这样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教育作如此的阶段划分

主要依据是1877年与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这两次来华传教士全国大会。本

节着重研究1877年第一次来华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从 “差会教育”到 “基督教

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不过，在阐述“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历史之前，先简要的为“‘差会教育”

与“基督教教育”的概念做个简要的说明。

    近代来华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一般通称教会学校，亦称教会教育。但

是严格的说来，这两种称呼均不甚妥当，而称 “教会教育”则尤为不妥。理由

是:所谓 “教会”是指中国本地信徒组织起来的团体组织，它在法律上应是独

立法人，不隶属于任何国外宗教团体，因此只有由中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才可

以称之为“教会学校”或“教会教育”。显然，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不能归入此

类，称之为“教会学校”实际上是从法理上否定了他们损害中国教育主权的事

实。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应当称之为“差会学校”或“传教教育”，因为这些学

校均是为传教之目的而开设的，并隶属于各差会，法理上属于外国差会在华之

产业。所谓差会学校，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学校开设的目的

完全是为了培养普通信徒。其次在学制与课程上随意性极大，这一点在走读学

校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学校往往半天时间读中国圣书，半天读基督教书籍，

现代科学的教育几乎阉如，除去它的宗教色彩，几乎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没有两

样。寄宿学校因传教士直接掌握，情祝要好一些，一般开设有现代科学课程，

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新式教材，传教士本人所知有限，再加上语言障碍，真正

的新式学制很难确立起来，可以说，缺乏现代的、用中文编写的科学教材书成

为制约教会学校发展的瓶颈。第三，在体制上，学校缺乏独立的地位，学校木

，胡_P.清 《普遍主义的挑战—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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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布道站，传教士是一身二任，既是牧师又是教师，而以牧师的角色更为

重要，教育没有走上专业化的正途，而始终被笼统在福音的阴影里。从严格的

意义上说，传教教育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教育，尽管带有某些现代教育的特征。

，在1818年到1877年近60年间传教士在中国所建立的均属于差会教育。

    立案以后这类学校属于政府的私立教育系统，在法理上已是中国的学校，

再称之为 “传教学校”或“差会教育”已不妥当。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学

校工作的外国教士已完全放弃了传教和对学校的控制权。如果说将近代来华教

士开办的学校称之为教会学校虽有失笼统但习惯上仍是特有所指的话，那么将

这类学校教育概称为“教会教育”就很难说是确切的。原因有四:首先，它不

能准确的反应这类学校的发展历史即其阶段性特征，1877年以前传教士们实

施的是典型的传教教育，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传道人和信徒，教育内容以纂督

教教义为主，1877年以后传教教育虽仍存在，但墓督教教育已经出现并几逐

步取代了传教教育。2其次，我们翻阅文献发现使用“教会教育”这一概念的人

多是非基督教信徒，由于是非基督教信徒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差会与教会的区

别，但差会的中外人士以及后来的中国教会则较少使用这一术语。第三，“教

会教育”这一概念无法准确反应上述学校的教育哲学思想，它给人的印象似乎

是外国诸教会 (准确的说是差会)各有一套教育哲学，而事实上他们的教育哲

学是相同的，即基督教的教育哲学。第四，“基督教教育”，这一术语在当时即

得到认可和广泛使用，它比“教会教育”更规范。更能体现外国教士在华开办

学校的本质特征口

    “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这一术语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从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一一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L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据胡卫清的观点.较早使用“传教教育”与“基督教教育”两个对应范畴的是郭爱理 (See Mic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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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见的资料看是1844年的《中国从报》，马礼逊教育会的第六次年度报告

指出，“我们希望给予他们最完满意义上的基督教教育”。’1868年的《教务杂

志》上说 “基督教教育肯定迟早会在整个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普及开来”，2但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却很少使用。直到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

上，这一术语才得到正式使用。”1893年这一术语至少在两篇文章里多次使用。

呜1899年谢卫楼发表题为“基督教教育”的专文，对其内容、特征、目标进行

全面阐述，该文的发表实际上标志着 “基督教教育”这一教育范式的正式的确

立。”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教育”一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在中文里开

始大量使用“基督教教育”一语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初，这时还出现了另

一术语 “基督教化教育”，其实两者在英语里是相同的。既然 “基督教教育”

作为一个正式术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且它比“教会教育”有着更为明晰的

内涵和外延，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基督教教育” 而不是“教会教育”作正

式的概念。

    基督教教育是真正的现代教育，它在五个方面不同于差会教育:首先在教

育思想上，它以实施现代普通教育为目标，教育木身成为目的;其次，’臼采用

了现代学制系统，正规的年级制被确定起来;第三，在课程设置上现代知识占

有重要位置，自然科学知识被系统地讲授，而这一切是以系统编撰现代科教书

为前提的;第四，师资队伍逐步专业化，平信徒教师的人数逐步增加;第五，

在体制上，差会学校在差会体制内部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由专门的

部门管理。1877年第一次传教士全国大会可以说是从差会教育向基督教教育

过渡的一个标志，这主要是因狄考文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论文《基督

教会与教育的关系》在大会上所挑起的一场关干教育问题的论战。

    西学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教育活动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方而

IheChlnes巴尺哪Jo5“。。尸，VolXIV，No.12(Dec，1844)，p625
theCh动韶已尺ec。月拒月Voll(1868)，P135
凝co)飞浏ersoflh。Gen。耐CO吵，nceofthe
弘。”9八ai.耐句7一20.189门名hangho1:Amcrican

尸八习eslant力41‘51onarlesofClj功als卯方己ld“t

theChi”打e几coIde尸
1石hanghal:Amcrlcanl、代sbyterianMissionl)ress]890P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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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多年直接布道工作的失败，使传教士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传教方式，更重要

的是随着洋务运动而起，中国社会对西学表现出的兴趣和热情为传教十扩大教

育活动提供了机会。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刺激了中国原有手工业生产向近

代工业生产过渡，同时引起了一些比较开明有时代感的封建地主、官僚在外国

势力的帮助下创办中国的近代工业。因此到70年代，中国人不但已有了最早

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而且数量和规模还在逐步增加和扩大。新式工业的出

现对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以及求富求强、抵御外患、防范内忧、维护

自身统治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时期的先进分子在对西学的认识上已超过早期地

主阶级的革新派。他们不但已经认识到“中国所当学者，不止轮船、枪炮一事，

今日之学，学其理也”，’而且，其中一些人还提出“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

计莫急于学”的大力发展教育的主张。2这一时期出现的以西文、西塾为重要内

容的洋务学堂，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第一批新式学堂之始。曾国藩、李

鸿章等从事洋务活动的朝廷重臣，虽然井未跨过 “夷夏之防”这一阻碍中国向

西方学习的根本思想障碍，但从儒学大师曾国藩晚年称自己不懂天文算学为一

生“三耻之一”，3到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派留学生赶赴欧美留学，我们也可

看到西学在中国的地位不断升高，其影响也在不断加强。这一时期，越来越多

的传教士从洋务运动的兴起中看到，中国这个东方巨人已经 “从沉睡中醒

来⋯⋯但不知如何行动”，“正在四处寻求指导”，“‘基督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

养能以基督教精神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他们大大扩大了

自己在教育领域内的活动。

    据1877年的统计，全国已有463所新教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学生人

数达到5000多人。到 1889年，学生总数又增加到16836人。“这一时期V

1867年7月28 I}，恭亲I等折，《筹务TA务始末》同治朝。卷46. iit 44-46.
郭窝涛:《致沈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 I1 .
喻盘庆《试析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观因索》，载十《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刁Reeorders af1he General Conference of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Shanghai,M句尸7-26,1877.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f
s ibid.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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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传教士将自己开办的初等学校升格为中学，80年代后还出现了最早的教

  会高等教育机构。

    教会学校数量的增加和规格的提高，表现了传教士教育实践工作的发展，

  这种发展加强了传教士对教育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这促使传教士从理论上探

  讨各种教育问题。

    狄考文的发言 其中，以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9世纪70年代将其

注意力从专职布道家转向主要从事教会教育工作，成为近代最早的传教士教育

家，他的教育工作是以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改造开始的，对其逐渐升级，增加课

程、延长学制、严格校规、以至到1877年改变校名，开始正式使用 “登州文

会馆”这个名称。’此后，他便以文会馆作为教育试验园地，从实践上表现教会

教育工作的价值。这些实践活动导致了他在1877年第一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

发表了他那篇对整个教会教育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演讲《基督教会与教育的

关系》。 其一方面为了对付来自福音布道派传教士的巨大压力，为从事教育工

作的传教士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教会学校的成就，从理论上论证

教会教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狄考文的这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关于教育问题的大

论战，2对以后传教士教育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狄考文讲演的题目是 “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这篇文章的目的如他自

己所说“不是要把教育提高到作为中国基督教化的一种伟大手段，而不过是要

表明他的重要性并为它争取到合理的地位。”“也就是说“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谈

论教育或教会教育的重要性，而是从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上，从教会教育所具

有的服务于传教事业的巨大潜能上，论证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的必要性，为教

会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挣得合法地位。”

    他在讲演的一开头，即指出:教育与基督教之11d存在着tilt烈的天生亲合力。

这使他们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用西方历史L宗教势力深深掺透于社会生活

‘史静寰《狄考文，j ,劝徒雷登一西方新教传教1-八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衬1999年版第98 }i
“胡1}.清 《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9教教育研究》.I海人民出版41 200。年版，第50 is



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域的事实来论证这一点。并得出:“基

督教会应把教育作为他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把这项伟大的工作

留给世俗社会去办理”的结论。

    阐述教会与传教事业的关系，这是他文章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他充分

表现了自己的雄辩。

    针对当时不少传教士强调宣讲圣经、教堂布道以及发展教徒为传教士唯一

使命的观点，他在这篇演讲中提出: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的唯一代表出使异邦，

凡是教会为推翻异教信仰所需作的一切都是他的工作。这些工作除了公开布道

之外，还包括私人谈话、分发书籍、编撰文法与字典、教学、编写课本、写文

章和出版报纸、在某些情祝下甚至包括传授西方文明生活的一般技艺。’实现传

教目的“不仅仅包括布道而且还包括采用有利于达到目标的各种直接的或间接

的手段。这些手段是各种各样的。其中一些是重要的，另一些则是次要的，有

一些能立竿见影，另一些则是效果迟缓。但是一切不与基督教道德标准相抵触

的方法、手段都是合理的，它们的使用只取决于便利性原则。”2这种关于间接

传教方式的论述虽然从传教历史上来看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无论是明末清初

的耶纸会士，还是 19世纪早期入华的马礼逊都曾不同程度的有所涉及。但在

19世纪70年代，由于坚持用圣经福音征服中国的传教理论占绝对优势，狄考

文不仅从传教手段，而且从传教的目的上进行论证。

    他认为对于在异教的土地上工作的传教士来说，使人成为基督徒虽然重

要，却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所追求的近期的、直接的目标，就像军

队在战场上杀伤和俘虏敌人一样。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 “使整个国家基督教

化”， “其含义不仅指要争取信徒，还要消减异邦邪教，使A杆教的信仰和伦

理浸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这是一件极复杂的征服人心的工作，是传教士

赴国外传教的真正的、根本的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传教士必须利用影响

，C. W Mateer,the relation of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1871 ̀,概71-180.ateer,the relation ofProtestant M，二，。。，。、。。，，。。
1877,pp171一180
〕C. W.Mateer,the relation of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1877,ppl7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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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多种方式，特别是开办学校，施行教育的方式。他还认为，墓督教要在

中国发展，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出超过旧式士大夫得文人学者，这些人既要有可

以和旧式文人学者相匹敌得中国经典知识，还要掌握中国儒学大师不能得西方

自然科学知识。就使人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这一目标的来说，学校的作用是

有限的，它最终只能是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一些人完全可以用统计教会学

校毕业生成为布道者、牧师的人数来表明学校教育的失败，但是 “学校并非改

变信仰的直接的方式”，“教育也不是上帝指定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实

现这一目的，“只有基督的布道和现身才是唯一的方法，任何想代之以别的方

法的人必定会失败。”’如此说来，那种要学校只培养基督徒、布道者的观点不

但是强学校所难，而且也不符合上帝的旨意。教育虽然不能代替布道成为使人

信教的直接手段，但是它却可能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来 “摧毁异教堡垒”，通过

培养出学有专长、具有基督教信仰的领袖人物使国家基督教化。因此，评价学

校的作用、衡量教育功能，不能仅仅从基督徒的数量，还要从其质量，特别从

整个国家受基督教影响的程度，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得出结论。

    由于教育通过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而不仅仅是使人成为教徒服务于传教

目的，因此教育的手段不能等于讲经布道，必须借助于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巨

大力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表面看来与基督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确

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打开异教邪说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福音的手段。”

狄考文认为“中国并非没有或缺少教育，但是它有的只是传统的经典教育，西

方传教士要在这种教育中出人头地，谋取地位和发展，既不实际，也不可取。

而且由于这种教育集中于传统儒家学说及伦理道德，成为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

播的主要障碍。中国没有或缺少的是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虽然中国人因

这种教育来自国外，与本国传统不同而憎恨它，但迫于事实，他们也不得不承

认其优越性。”“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

进步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2因此，他指出:由基督教学校传授自然科学知

，C.W.Mateer,the relation ofProl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Recorders ofthe General Conference

I877,pp171-180.z C. W.Mateer,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Recorders olthe General --e--r,
1877,ppl7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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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来填补中国教育上的这个空白，并因此而影响中国的变革，掌握中国的未

来。并因此而影响中国的变革，掌握中国的未来。’

    狄考文的发言所引起的反响 狄考文的发言对教会于教育密切相关的主

题阐述的不能不算透彻，为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所作的辩护也不能不算雄辩。

然而，在当时以福音征服中国的理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的观点遭到大会

多数人的反对。在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有 13位传教士发言，其中一半

人主张教会应通过讲经布道，而不是开办学校使中国人饭依基督教，另一些人

虽不反对教会开办学校，但或者提出加强教育中的宗教内容，或者要求学校以

培养当地牧师和布道者为目标。2

    反对教会从事教育及其他世俗性活动的舆论在1877年大会上十分激烈，

但不管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狄考文等人的发言已经表现了一种新的趋势，

他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标志，它预示着教会学校今后将逐步从福音教育的传统角

色中蜕变出来，成为真正的教育机构。

    重要的是，这次大会召开以后，狄考文的发言引发了更多传教士对教育问

题的关往和思考，此后，传教士对于教育间题的讨论也明显提高，在各种场合

中进行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也明显增多。不仅狄考文、丁匙良、李提摩太等著

名从事教育、出版等世俗性活动的传教士纷纷著文立说，介绍西方教育情况，

宜传教育工作的意义，其它很多传教士也都投身于这一工作。1883年《教务

杂志》发表一名美国传教士论述中国教育的长篇文章口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应

该仿照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体制，普建公立小学，使全国儿童都能免费入学，系

统学习读、写、历史、英语等基础知识，在公立小学之上设立中学、大学、技

术学校、师范学校等，培养各方面人才。尽管文章'SIt调在所有这些学校中，圣

经和基督教原理必须占有重要位置，学校教师必须尽可能山i}督徒担任，但它

所建议的教育制度和学校体系明显是世俗性的。1886年另一位美国传教士，

' C.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1877,ppl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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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Recorders of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77,p196-203儿中挤反对意见的
见Butler,L,H.Gul ich, I'almage,D.Z.Sheirield等人的发言，翔司怠念见但有保留怠见的参见
W.Muirhead,NJ.Plumb等人的发言，持同愈愈见的参见H.Mackenzie,Yates的发台.



九江同文书院的创建者库思非发表文章说:“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担负着两方面

工作— 破坏和建设。因为 “破坏现存教育制度，以基督教教育取而代之，我

们才能打碎偶像崇拜。”’他要求教会学校不但要使“科学与宗教携手并行”，

给学生以一般文化知识的教育，还要重视实际技能的培养，给学生以“必要的”

的职业技术训练。280年代末，毕海澜、谢卫楼等在华北通州地区从事教育活

动的公理会传教士，联名提出关于教会学校进行工业技术教育的报告。报告中

援引从柏拉图到斯宾塞等一系列西方著名教育家的理论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

些都表明在1877年第一次来华传教士全国大会以后传教士对于教育功能的认

识在不断扩大，对教育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在不断加深。

    总得来说，以狄考文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作为福音布道师进入中

国，多年布道传教的失败使他们转向从事教育，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更多是从传

教的需要出发。在其实际教育工作中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无论如

何，他们的努力使教育与传教工作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教育不再是传教的可

有可无的工具，而是构成其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他们对教育工作

的具体论述已初步揭示出教育不同于讲经布道等一般传教活动的内涵。己经显

示出从差会教育向基督教教育的转变和过渡。并显露出基督教教育的初步特

点。

第二节 基督教教育的专业化

    不过，有关基督教教育与福音之间的关系问题，牵涉到在华传教士整个传

教策略的大问题，因此它不是一次传教士大会就能解决的问题。1890年来华

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性大会，又继续着关于教育与传教的这个老问

题。这次大会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纵深的境地。并以此次大会为标志，华

督教教育开始走向更加专业化。这里主要以这次大会_1二对是否用英语教学的讨

论为例来阐释1890年大会成为基督教教育走向专业化的标志。

IC. F. Kupfer,Education in chinVhe Chinese Rucorder,Nov32,(1886),P417-421
2 C. F. Kupfer,Education in chinmhe Chinese Recorder,Nov32,(1886),P41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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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关于教育问题争论重点的转移。

    随着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教士主体对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的看法也在

发生变化。在1877年第一次传教士大会_r_，狄考文几乎是孤军奋战，为从事

教育工作的传教士进行辩护。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890年大会土，几乎

所有正式发言的传教士都承认 “办学与布道”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学校的

话，我们永远不能取得成功”。’曾在1877年大会上发言反对狄考文观点的谢

卫楼，在1890年的发言中不但要求“整个教会接受教育”，还提醒传教士注意

他们中存在着 “忽视教育在传播基督教这项伟大工作中作用的危险。”2因此，

一位英国传教士发表评论说:“在传教领域内对教育工作缺乏同情心的时代已

经过去。”3在这次大会上，不少传教士的发言涉及到统一课程、教材和考试标

准的问题。另外呼吁差会联合，提高教会学校规模的要求也 屡次被提出。这

些事实表明，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已不局限于承认应该办学，

而是要办高质量的学校，他们对教育的讨论也不再围绕是否进行教育，而是进

行什么样的教育和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下面我们以传教士关于教会学校是否

开设英语科的争论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早在19世纪60, 70年代，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己有是否开设英语课

的区别，但把英语学习与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办学宗旨联系起来的讨论开始于80

年代以后。对于像狄考文这样的以传播基督教真理、培养对中国民众产生影响

的基督徒教师和知识分子为目标的传教士教育家说，中文作为学校的课程重点

和基本教学语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他于1877年所作的著名的讲演中，用

大量篇幅论证教会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却几乎没有谈到是否开设英语的问

题。进入80年代后，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和传教士教育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在一些教会学校，特别是经济发展迅速，与西方国家联系较多的沿海地区和大

城市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学得到加强。一批传教士教育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论

，N.1.PIumb,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Mission Schools and What Further Plans are Desenble”一the
Chinese Recorder, 1890,pp7-8.
z D.Z.Shefeld, "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 to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Needs of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1890,p476
W.TA.Barber, Recorders of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90,p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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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英语教学的必要性。80年代初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在计划创办岭南书院

时就指出:新建的学校 “不应该是一所神学校，不应该过分注重宗教，而应当

是一所美国国内大学式的学校，”学生在这里 “首先学习英文，然后全面学习

人文学科。”’188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库思非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

认为:要教会学校把每一个人都培养起成教会工作人员是不正确的，因此为满

足学生今后就业的多方面需要，学校应开设包括英语、科学、及其他学科在内

的多种课程。280年代末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美以美会传教士李安德等

人也都发表评论说:中国需要西方学间，而中国人希望以英语为媒介而获得这

种学问。因此教会学校应该做好准备，满足这种需要。“然而，在整个80年

代，主张教会学校开设英语和用英语教授西学课程的传教士只占少数。当时一

些比较有影响的教育家，如狄考文、播慎文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曾任上海中

西学院院长)、丁匙良、欧礼斐等都主任中文教学。他们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

当时9八0的传教士的观点。4在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大会_L，传教士关于

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会上，狄考文宣读了《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推

进基督教在华运动》一文，在该文第二部分狄考文猛烈地抨击了用英语教学的

做法，他指出，尽管有些人拼命提倡英语教学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

在这种学校里，学生读上两三年初级英语就不愿继续了，几年的时间别指望宗

教能对学生品格有什么影响。当时提倡双语教学的人都是希望学生中西并重，

汉语教育与英语教育并重。但狄考文认为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很完美的，但实

际上作不到，一是时间短，二是学习英语的学生对于儒学经典的学习往往毫无

兴趣，其结果必然是偏重英语教育。在狄考文看来，只有用汉语教学才能使学

生在人民中赢得声望，并在感情_L和他们打成一片，这典人能保持固有的遒德

品质，威得人们的尊敬。作为人民这种最有才能和成熟的人，他们的教 1̀与意

见可以打破迷信与偏见，如果这些人去从事福音工作，可减少人民对苹督教的

，E.C.Ilenry, "Shall We Assit the Chinese in八enquiring a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ish”，the Chinese
Recorded 890,pp476.
' C.F.Kupfer,op.cit.
C.D.Tenney, "The English Languish in Chinese Word" ,the Chinese Recorder[890,pp472
L. W.Pilcher ,ibid,p410.



敌意。那些受过一定英语教育的学生则会更多地考虑个人生活的舒适，考虑的

是赚钱，他们大多会到外贸部门去谋职，这些人中品质败坏者所在多有，他们

的一生不是去坚持真理，而是去反对真理。总之，以狄考文为首对英语教学持

反对意见的一部分传教士认为用英语教学会分散学生时间与精力，影响学生学

习宗教知识和其它作为教会工作人员所必备的知识效果。更主要的是这会使学

生获得脱离教会工作的跳板。很显然，他们反对教会学校教授英语的主要原因

是维护教会学校的宗教特性，使其能更好的服务于传授事业的目标。他们的这

种看法受到很多传教士的批评。甚至一些过去曾主张中文教学，反对教授英语

的传教士在新形势下也改变了观点。如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在发言中表示:

  “我曾经认为用汉语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现在我赞成英汉两语并用”。因为用

英语教学有多种好处，可以避免翻译术语的难题，可能扩大学生的知识范围，

还可以活跃思想，促进独立研究及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从会议记录看，

似乎是倡导双语教育的人占了上风，而提倡汉语教学的只有狄考文一人，但实

际上，19世纪90年代反对双语教学的人仍居多数。

    不论怎样评估狄考文等人的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一次大会上

的争论对各差会的教育政策影响是深远的。由于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大型会议

上公开就教育政策进行激烈的争论，它对人们的震动是非常之大的，有人在二

十余年后提及这次大会时还说，“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教授英语的激烈争辩的

日子里过来了”，因为当时对立的双方似乎没有任何调和的迹象。2在这次大会

后，各差会开始认真考虑其教育政策和教育模式的选择问题。讲授英语或用英

语教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会学校的性质，但英语科目的增加无疑扩大

了教会学校的课程系统，拓宽了共培养日标，这对教会学校的进 步发展其有

好处，对中国社会的前进与进步也不无裨益。从表而上看，这次对是否用英语

教学的争论似乎只是属于语言表层载体的问题，但实际_L它却蕴涵着很多的涵

义，向研究这段历史的后人传递着一些重要信息:这次争论已远远超越 1877

NJ，Plum，oP‘it‘
功eEd别叨11洲of刀e，沁侧，Vol刀11，Nol(January，19IS)，P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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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会对福音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目前的问题已远远不是“是否进行教育”

而是 “如何更好地进行教育，怎样进行教育”的问题。赞成用英语教学的一批

基督教青年新秀的眼光更高远，他们认为用英语教学会吸引一大批中国_L层阶

级的官员或商人子女们进入基督教学校，即使不能让他们都成为基督教徒，但

他们至少也会对基督教有好感。因此他们是从改善荃督教在华传播的整体环境

的战略高度上看到了教会必须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实际变革活动去，通过教育培

养一批对基督教持同情态度的世俗领导人，使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时减少阻力与

敌人。

    新一代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成长

    对比狄考文在1877年何1890年两次大会上的讲演，我们可以看出，虽

然其论述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有些不同，但基木观点，特别是对教会学校的性

质、目的、课程体系等重要问题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70年代，由于传教

士主体对教育尚持反对态度，狄考文的观点对于揭示教会与教育的关系，唤起

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的热情，改变传教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

别是在教育专业化的问题上 ，狄考文成为著名前驱之一。但在90年代末无论

是中国社会，还是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都己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传教士对教育

问题的认识也已达到新的高度。狄考文仍然停留在70年代的观点就显得有些

过时，他本人也从70年代引导潮流的人演变为90年代的保守主义者。狄考文

的这种形象在20世纪初表现的愈发明显。

    与狄考文传教和教育思想的日趋保守形成对比的是更年轻的、80年代以后

入华的一批传教士，他们在教会教育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狄考文

所代表的年长一代的传教士相比，这些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好的专业知

识，而且在神学理论和信仰问题上的态度也较为开明。1890年，正是这 批

人起来反对狄考文的观点，成为第二次全国苹督教传教士人会土讨论教育问题

的活跃人物。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用英语教学的问题，狄考文的发言措辞尖

刻，语气激烈，摆出一副老资格的传教士教育家的样子来教训人，引起与会有

关人士的强烈不满。在围绕对狄考文一文的讨论会上对峙的双方一时剑拔弩



张，气愤相当激烈，反驳者的语言同样是尖酸刻薄，充满了火药味。例如，1887

年来华、在福州英华书院教书的美以美会传教士力为廉代表英华书院校长施美

志发言，他几乎是逐条反驳了狄考文的意见，他说，狄考文先生曾经说过中国

人是讲求实际的，教会学校必须对他们具有吸引力才行，那么对于我来说，这

种吸引力就是英语教育。’武林吉明确表示不赞成狄考文那种抬高一方贬低另一

方的做法，在他看来，双语教育也好，纯本地语或文理教育也好都有其存在的

价值，他充满鄙夷地嘲讽到:“当听到某些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倡导狭隘的只学

习中文的教育时我感到很惊讶。你可曾看到有哪一个商人倡导去填塞长扛以便

只有小舶板能在上面航行吗?英语是一个广阔的海洋，_卜面航行着各种船只。

谁会因为太平洋上航行着海盗船、商船和炮舰而废弃它呢?即便我们能作到，

我们也不会去作。”2监理会传教士冯昌黎在发言中首先对上海中p环书院取得的

成绩作了回顾，然后话锋一转，说 “狄考文博士的论文里似乎对我们双语教学

的工作有某种鄙夷不屑的看法。尽管我对只使用汉语媒体教授西学所取得的成

绩表示高度赞赏，尤其遵从报告中提到的登州文会馆的优异工作，可是我不允

许那种把中西书院的工作与狄考文博士的体制进行比较以说明它是如此低贱

和不重要的做法。”对于狄考文等年长的教育家所坚持的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质，

新一批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不同意见，如1886年入华、在_t海圣约翰书

院任教的圣公会传教士卜舫济指出:教会学校应该“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并

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31他不同意把招生对象局限于基督教徒，也反对在学

校内无休止的进行宗教训诫。32 认为这会引起学生的厌恶和反抗，反而不利

于基督教的传播。他主张教会学校教授英语，因为:“这不但能训练中国人的

智力，还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悄绪”。33  1890年人会J:,学校教科}5委员会

扩大为“中国教育会”。教育会的任务是 “促进在华教育的兴趣，增5 ft从事教

育工作的人员间兄弟般的合作”。从职业上说，它超过教科书委员会。是在华

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所组成的第一个专业性的团体，表现了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

t Daniel W,Fisher,CalvinWilson Mateer,
I3ilgraphy,pp216-217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A

Recorders of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the Protestant
Shanghai,May7-20,1890.Shanghai.:American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90 held at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p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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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达到新的水平。

    狄考文以他在登州文会馆有目共睹的成就和在1877年大会上对基督教教

育问题的首次突出强调使他成为老一辈传教士权威的代表。但这次大会上出现

了力为廉、武林吉和冯昌黎等一批传教士青年代表，针对狄考文反对用英语教

学的观点，他们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意见，针锋相对，挑战狄考文为代表的陈旧

的老一辈的观点。他们预示着传教士教育领域涌现的新一股的力量，他们代表

着一种方向，指示着基督教教育将更大程度地疏离福音的约束，向越来越专业

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节 从 “益智书会”到 “中华教育会”

    笔者在本章第一、二节中主要论述 1877年和 1890年这两次传教士全国

性大会分别成为19世纪末教会学校从“差会教育”向 “荃督教教育”转变的

分水岭和转折点。原因除了前面阐述的1877年会议上狄考文的演讲文章《基

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和1890年大会关于是否用英语教学的讨论这些具体

因素之外，这两次大会上分别成立的两个教育团体 (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与“中国教育会，’)也是促成这个转折点形成的重要原因。

    1877年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上，狄考文建议各地传教士进行合作和分

工，建立一批高水平的学校和编辑世俗性教科书。大会通过了一个提议，决定

新组织的英文名为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

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为“益智书会”。丁匙良为主席，傅兰雅为总编辑。

    “益智书会”的教材编写工作 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筹备

编写两套教材，即初级教材和高级教材。两套教材分别包括下列内容:1、教

义问答手册;2.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3、地质学、

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4、各类地理;5、中外历

史;6、西方工业;7、语言、文法、逻辑、伦理学、政治经济学;8、声乐、

器乐和绘画;9、各种图表;10、教学法。’该委员会希望系统地为初等教育和

Alexander Williamson,"Report ofthe School series Committee ", Recorders ofthe General



中等教育提供教材。其内容除宗教外，基本包括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学科以

及一部分人文学科。现代教科书的编写对于教会学校来说至关重要，只有有了

新式教材教科书，现代西方学制才能真正被移植进来。郭爱理将1877年以后

称之为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其原因即在此。’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历年出版的书籍共50种，74册，图表40幅，另外该

委员会审定合格合乎学校使用的书籍48种，115册98共计189册。据傅兰

雅本人估计，总共书籍的发行量大约3万册左右，其中一半尚在销售之中。2这

对于用浅显文理编写现代教材的传教士来说困难重重。系统的新式教科书的编

写为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1877年上海传教

士大会的召开及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作为基督教教育的起点。

    “益智书会”对教会学校课程结构变化的影响 具体说来，学校教科书委

员会的成立使当时教会学校的课程结构有较大变化，科学教育开始占有重要地

位。如上海圣约翰书院已在1882年前后设有正规的大学的系，学生要系统学

习科学的基本知识。“鹤龄英华书院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登州文会馆山于狄考

文的卓越工作，科学教育要更早，更系统一些。”一长老会设在杭州的育英书院也

在19世纪80年代开设了系统的科学课程。6此外通州的潞河书院也是教早进

行系统的科学教育的学校。上述诸校均实行规范的年级制教育，将声、光、化、

电等现代科学及数学知识由浅入深地教授给学生，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已基本

形成。不过，对于大多数教会学校而言，在课程设置方面仍然承袭着两个沉重

的传统，一个是传教教育传统，圣经课程比重占一半，另一个是儒学经典教育

的传统，因此科学课程即使开设，也无法系统进行教授，一是缺乏足够的师资，

二是各差会内部对教育的重要性尚缺乏统一认识。学校1-作没有受到高度Tr(

Conference 1890,p712.
Aliice H. Greg&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l946,pp1 I
John Fryer,"General Editor'sReport," Recorder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90,pp712
Mary lamberton,SIJohn 's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I955,PP.7-9
Eddy Lucius Ford,the History ofthe Educational Work of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China Toochow,1938,p149
，D.W.Fisher,Calvin Wilson Mateer,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ry in Shantung,A.Biography.The Wesinster
Press,1911,P128-129.

‘朱有献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辑。第626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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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现代教育所需要的基本设备、教材得不到保证。所以这个时期还只是基督

教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

    “益智书会”对教育问题的讨论 这一时期，教科书委员会不仅用编辑出

版教科书的方法满足教育专业化的需要，而且还成为在教育问题的讨论中最活

跃的机构。1877-1889年《教务杂志》共发表32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其中

一半与教科书委员会和教科书的编撰有关。‘它用关于教科书委员会问题的讨论

提高了传教士对教育工作的参与程度，加强了教育专业化的趋势。1881年《教

务杂志》上已有人写文建议:每一所教会学校应该 “至少有一名把全部时间用

于教育工作的外籍教师”，因为，只有用“教育专业化”代替“样样都干，门

门都不通”，才能提高学校的价值。2

    益智书会发起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大大提高了传教士对教育工作的认

识。益智书会的成立开启了教会教育正规化和专业化的进程，在教会教育发展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益智书会的主要功绩还在于对教会教育教科书的编辑，,L对教会教育

的专业化的工作还只是起了个开启的作用，余下的接力棒就传给了189。年大

会上成立的“中国教育会”，由“中国教育会”继续完成其教会教育的专业化

工作。

    “中国教育会”工作范围的拓宽 尽管益智书会为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但毕竟其职能仅限于编辑、审定和出版教科书。教科书仅仅是墓督教

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尚不是充分条件。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必须

有一个专门性的团体组织来探讨教育方针、课程结构、教学方法等牵涉教育的

各方面的问题，否则就难以使教育得到诞康有序的发展 1890年成众的“中

国教育会”正是来满足此类需求的。该会标榜的宗旨是 “促进在华的教育兴趣

及所有从事教学的人的兄弟般的合作”。“虽然教科书的编撰出版仍是一项非常

，在32篇文章中，9篇是教科书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一篇论述编撰教科书的标准，

宾扭术语问9. P.Kranz,o哩·介Ch瞥Recorder (May 1895)p228-233
6篇讨论教科书的语

〕Records oj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6.9-1896.Shanahai:人merican Presbvterion Mission Press. 1896.D3.



重要的工作，不过该会的工作方向已大大拓宽，举凡有关教育问题都是它参考

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它所设的委员会得到证明，1905年光该会第五次“三年

会议”时，先后有执行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罗马化委员会、官话委员会、地

理与生物学术语委员会、工业与科学术语委员会、圣经教育委员会和学习课程

委员会作过报告。2“中国教育会”的职能包括:1、通报信息，协调各差会的

教育政策;2、为各差会的教育发展提出建议;3、为会员提供一个探讨各种教

育问题的机会;4、以团体身份向中国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以影响中国的政策;

5、协调基督教学校与政府的关系;6、为基督教学校提供各种实际的方便。

    该会刚成立时人数很少，但增长却极为迅速:3

年度 教育会成员 传教士人数
1890 37 1300

1893 73 1324

1896 138

1899 189

1902 249 2000?

1905 383 3500?

1909 490 4299

  1909年的会员人数是1890年的13倍多，如此迅速的增长率表明传教士作

为一个群体普遍开始关注基督教教育。这些参加“中国教育会”的传教士，大

多从事教育或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他们都有着共同推进教育事业的愿望。中国

教育会不仅参加者人数众多，而且领导该会的多为当时著名的传教士教育家，

下表为例:月

年度

1890-

1893-

1893

1896

总编

傅兰雅

傅兰雅

总干事

傅兰雅

福开森

出版委员会主席

狄考文

李安德

，John，Fryer“Firstl乍ie介nl盖llRcpor‘0{lho1了duca咬1on菠IIAssoci。叹1‘，n”，th，.〔协夕，子曰e肠‘011人，
Vol.XXXIV(189」)，P268一270.
2肠cordsoflhe声亨ih升姆朋iaIMeel吧ofthelidJ者cat心。阴。oc们110。可clJ
7一20，1905名hanghai:Ame丁IcanPresbytcrianMis引onPress，1906p36一73

阴“加ld“引ltl喇洲，M妙

AlliceH.Gregg幽切。朗dj二内Icali胡al月“10门。my 了为eCh口雌，，w左01呼011沪万e]〕rotcsl’l月t石动‘<‘廿12。，了了孟1

外“ona尽‘”(为1”a]807一1937泪cwVo『k:5了「“c“scLJ，，iv。「5，Lyl，ro55、19礴6，p56一
一‘’尸astandPresentolllcesol一theAssociation”，泞e己ords oflhe旅Ih升子cnn泊1漩己IJ叹ofl九口八人了c‘al了口入al
月ssoc必ri。月of以1月a
Press.19的p34

helda￡Sha眼方口汀，May19·22，1909名hanghai:AmerlcallpresbyterianMIsslon



1896-1899

1899-1902

1902-1905

1905-1909

谢卫楼

李提摩太

赫士

师图尔

播慎文

播慎文

播慎文

播慎文

卜舫济

赫士

薛思培

薛来思

顾裴德

薛思培

薛思培

狄考文

谢卫楼

卜舫济

卜舫济

1909-1912 }卜舫济
  全国性教育团体网络的形成

卜舫济

1909年第六次“三年会议”时曾议决，“我们

赞成成立包括中外人士在内的地方性教育会”。’此后分会林立，在这种情况下，

1912年第七次“三年会议”乃“议定新章”，将原来每三年一次的大会该为每

年一次，2同时，以“各区所设的教育会为单位，以各区代表组评议部，为各区

的集合团体。”“当时全国分八区，第一区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第二区

为山东、河南，第三区为浙江、扛苏、安徽，第四区为湖北、湖南、江西，第

五区为四川、云南、湖南，第六区为福建，第七区为广东、广西，第八区为东

北三省，每区推举三人加入评议部，其中至少一人为华人。此次改组的意义在

于，它改变了以往教育会代表集中于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特点，使其真正具有代

表性，通过各分会，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团体网络得以形成，这对推进全国基督

教教育事业是很有帮助的。

    小结 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兴起的部分原因是教会教育自身发展的需

要。受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完成教育的功能。作为教育家的组织，益智

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在帮助完善教会学校教育功能，实现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正

规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益智书会的出版工作标志着教会逐渐摆脱作为

福音布道的附属物，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的开始。20世纪后，在中国教育会的

协调和组织下，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如_L所述，大批专职平信徒教育家的来

华，教会联合办学的出现，教材和考试标准的统一都是在中国教育会的倡导下

完成的。如果说，教会教育专业化过程是以益匆书会的成立为肇端，那么到20

世纪20年代这一过程已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是中国

教育会。因此，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在教会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cords ojthe Sixth Triennial Meeting ojthe Ed"r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19-22,1909.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9,p55.
  《中华教育会的靛组》，中华基瞥教续行委员会编《中华摧瞥教会年鉴》(1912年)。
the China材ission Year Book ,1915,P277



第三章 传教士问题

    解决了在华基督教教育这个时代重点问题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在中国

政府无奈的护教政策 (另一说法:条约保护政策)保护下，基督教会霸占房产

土地，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良荞不齐，教徒挟洋人以自重乃及横行乡里，鱼肉百

姓的事件屡有发生，而中国政府迫于压力只能保教遏民，因此，民问反“洋教”

斗争此起彼伏，教案频频发生，最终导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运动

中，中国百姓与西方传教士双方都有巨大损失:义和团运动斗争矛头直指西国

传教士，因而运动一开初，基督教堂遭到焚烧，传教士遭到杀害;但运动后期

八国联军的参与，中国无辜老百姓牺牲很多。八国联军及部分传教士在这场运

动中较与义和团运动残暴百倍的兽行使基督教有关爱上帝、爱人如己的说教显

得苍白无力。基督教成为大多数国人怀疑、警惕乃至产生本能的反感的对象。

因而在这次血的教训下，传教士对自身以往的行为进行整体反思。干是 1907

年全国传教士大会上 “传教士间题”便成为重点议题。

第一节 在华传教士整体对 “条约保护”政策态度上的变化

      “护教权”的获得 传教士在华习教权、传教权、保教权与房产权等是外

国教会在华传教的前提基础和物质依附，是伴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

而逐步取得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首先使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取得习教权、传教

权和地产租赁权，然后取得华人习教权和教会的置产权，最后是列强取得教会

和传教士在内地的传教权和置产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了教会势力扩大在华

权利的机会。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与清政府订立的《天津条约》都有

传教特权的条款。教士由于具有本国国民身份，受到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其行

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法国尤为突出，如法约第十三款明确规定:“凡奉教之

人”，“概听其便，’; ’“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

官务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夭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

来所有或刻封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2中国政府不仅对传教

1如伯赞，郑天挺《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c I At)中华I,).3,
2卫青心著，黄庆华译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利_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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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矜恤保护”，对习教之人也“不可欺侮凌略”和“骚扰”。1858年中美

《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入行i'rs̀-凡欲人施诸

己者，亦如是施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

侮凌略。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中英((jt京条约》第八款

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

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不得刻待禁阻”2如果说这里还只是保护“安分

传教习教之人”的话，那么到了1860年在《中法例鲸条约》中则取消了一切

限制，该约第六款规定:“晓谕太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

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天津条约》订立后，清

政府禁教的底线被彻底催跨，基督教取得在华传教的完全自由。1870年，清

政府又删去《大清律历》中的禁教条款，增加了保护传教和信教的新条款，传

教权以国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传教士和信徒自此受条约权利 (治外法权)及

国内法的双重保护。这便是来华传教士几十年来在中国逐步取得的护教权的经

过。

    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极大地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优越感，激发了强烈

的仇外、排外情绪。基督教依附不平等条约达到以传教、信教为掩护，胡作非

为、欺压百姓、惹起事端，导致中国人民将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集中地发泄

在传教士及信徒身上，进而引发一系列教案纷争，著名的有贵州教案、扬州教

案、天津教案、马神甫教案等，最终酝酿成震惊中外的最大规模的仇外、排外

运动— 义和团运动。至于西国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在义和团前后借助不平等条

约所做的行为由德国传教士卫里贤说的很清楚，他认为:“某些只是到了触犯

法律、处于诉讼窘境才打算入会，但又拿不定主义入何教会势力会更牢靠之人

的入教动机颇感失望。”“他又说:“这个时期的传教士经常利用慈善的伪装，干

涉当地正常的合法诉讼程序，他们的教徒也混水摸f4。他们成功地扮演了受迫

害基督教徒的形象，而实际上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尽量地敲诈勒索，而教会却

熟视无睹。在身后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国人的身份迫使当地法官违法乱纪，

做出偏向教会的裁决，这种事情遭到人们的深恶痛绝。教会为了袒护教民不断

，《筹办灭务始末》c同治朝)，，，，，，卷七I三，第783 "i.
2{铁1.编:《中外III $<l汇编》，第-1D}.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7贞。
〕《青岛最新消息报》(撼文)1906年4月24, 28日.参见赵振枚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从》第62-63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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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官府施加压力，用炮舰或其他外交手段相威胁，中国官府只得让步并为了讨

好教会而镇压百姓，最后积重难返，人民忍无可忍只好造反。他们焚烧教堂，

经常不断地杀死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天主教宣教t-遇难

者约53人，教徒 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 188人，其中内

地会的宣教士占1/3强，信徒被杀者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有1912人，另一

种估计为5000人。”’一开初，传教士集体并没有预见到他们对中国诉讼的无

理干涉会造成对其自身的不良后果。如当条约保护签定以后传教十发生的一系

列干涉中国词讼事件后，清政府建立了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教士的行为，限

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总理衙门向各地方官发布了《通行传教谕单并咨行教民犯

案办法》，规定:“传教士丝毫不得干预地方公私事件”，“倘使传教士有干预公

私事件者，亦应照单驳册不准。”见此章程发布后，美国驻华公使楼雯迪声称:

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他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有关，

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传教士雯来尔说:“必须承认，官方通报中

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样肯定的是应由

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法国传教士对这些指控负责。””

    直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烈火焚烧到传教士的房子的时候，传教士集体

才猛然醒悟过去的错误。以下是本文笔者从1877年，1890年和1907年这

几次传教士大会上可以看出传教士整体对“条约保护”政策所抱态度上的变化。

    1877年会议意向 在1877年的传教士全国性大会上，针对中国政府对

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本土的基督徒所提供的条约保护，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持欢

迎和支持的态度。

    会上各代表畅所欲言的发表他们的意见。来自杭州的陶锡祈说:“我认为

  ‘条约保护’是很好的一件事，它不但能保护传教士合法安全地去内地传教，

也能保护木地墓督徒免受迫杏”。杭州的另一位传教卜慕阿德说:“条约将是我

们占领新的传教领域的保障，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条约的作用。” 厦门地区的

传教士打马字说:“在厦门地区我们已经受到很多中国政府优惠的条约仅护。”

，费正济、刘广金:《剑桥中国晚清史》卜卷(中译本).中国辛}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页:第
611 1h .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卜六，灭二}四。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4 no.6(nov.1871)p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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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福州市250米的偏僻小地方，美国传教士便己在此地初步打开局面，购买地

产、建造教堂等，且传教士己在那里和平、安详地工作和生活着。

    无独有偶，香港的传教士嘉约翰也有同感，他发现，香港周围的中国官员

在涉及到有关条款时是非常有礼貌和富裕热情的，很乐J几助人。过去的1‘八个

月内，嘉约翰送了四个案例到他们手中，没有一件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因此

他认为，当中国官员在认识到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在新教内部，

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对传教士宣教遇到迫害时尽量宣传要保持克制和忍耐，一

旦谁被发现有触犯此禁令时，他就会被驱逐出教。中国政府官员会尽量满足新

教传教士所提出的要求的。当他向官府呼吁自己与传教士麦嘉林所受到的攻击

时，该地地方官员对他说:“你让我在告示中作哪些修改?” ’然后派出秘书，

命令其写出另一份新的草稿，再交给他过目。

    传教士雷音百发表他的见解说，让我们推测一下，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所提

供的条约保护的话，真难以想象我们的传教士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与挫折:

所有的教会学校将被取消，妇女不被允许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传教士要对地方

官员恭恭敬敬。所有的与孔夫子相冲突的内容将遭到镇压。中国教友将面临着

被警察监守的处境等等。2

    与会会员一致认为，传教士不可以对中国基督教信徒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

见。他们必须向受害者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任何一个基督教教徒的责任和义务。

而且中国人之间发生争吵时，为了赢得这场争吵，辱骂、恐吓、帮派或家族械

斗等所有的方式他们都会无所不用其极，这对于长期受 “爱人如己”、“人家打

你的左脸，你得伸出你的右脸也让人家打”的基督教信徒来说，处在这种恶劣

的环境中，就如同一只深陷于狼口中的羔羊，越是谦卑忍让，异教徒便会更加

变本加厉得对待他们。，基于此，传教士必须对受害者进行援助。

    综合以_L在1877年大会_t二的这些有代表性的发言，可以看出在191!L纪

中晚期，当传教士在各地酿成的民教冲突还不是很突出或者说零星的冲突还只

局限在小规模地区时，传教士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还处在潜伏期。

，保灵与传教」Rev.Gjohn的发言均参见尺。co)讹rsofl方。‘e。亡rojco吵re，诬c亡oft内e尸roto5产aot
J、右“硬胡。。心ofCh加al877heldatsbanghai，M即7·20，1977.ShanghaiA，nerlcaoPre，byterlanMi、sion
Press，P153.
2尺ecorue”of叻。‘eoeralconfe，加eoft方，乃叫。伽1月了1‘占， 。lesof以Ina]s77heldat
Shangh山，May7一20.1877.Shang恤1:̂mericanPres妙erianMisslonP爬55，pI51·151

                                                              34



在外国领事的保护下，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中传教士明显处于优势，中国官府处

于劣势。所以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所提供的一系列护教条规，传教士们当然是

发自内心的极度欢迎，在这些保护之下，传教士们可以极大程度地获得他们的

利益。他们没有任何疑虑地使用这些权利，他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去考虑利用

条约保护来干涉包揽词讼会加剧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他们所担心和苦恼的

是中国政府的不能时时事事地按照条约办事，他们巴不得中国政府对他们百依

百驯满足传教士所有的要求。

    一旦遇到中国政府不按章办事时，他们就会动用领事在中国的权威，让领

事出面与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地方官员不但要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最好对他

们表现出必恭必敬的态度。会上，传教士们纷纷炫耀中国地方官员对他们如何

恭敬歉让，似乎争相向大会成员展示他们的能耐。地方官员向他们点头哈腰时，

一方面他们获得了想得到的东西，同时他们的民族和个人的虚荣心便得到了满

足。所以在 1877年来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1.，几乎所有的传教士无一例

外的都在欢呼歌颂中国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条约保护政策，而且从来没认真考虑

过条约保护的合适性与否，他们下意识地认为穷弱的中国理该如此赋予他们这

些权利。这就是1877年大会上对 “条约保护”政策的主流意向。

    1890年前后，中国各地民间宗教起义、民教冲突纷起，引起了无论是西

方差会、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官府的注意，这些各地都有发生的冲突和教案的规

模均有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走势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思考。

    1890年会议意向 于是1890年大会上便有了李提摩太的一篇题为《中

国政府与西方差会的关系》的报告，‘从这篇报告可以看出1890年大会西方传

教士对条约保护政策与1877年会议相比态度上已有所不同。

    报告分为两大部分，即中国政府历来对各宗教的态度，其中包括对基督教

的态度;西方差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这里主要分析的是后者，即西方差会对

中国政府的态度。这部分回顾了西方差会对中国政府态度演变的过程。这些过

程分别是:独立阶段一一调整、适应阶段— 反省阶段。具体说来是二

    独立阶段 当外国传教士抱着美好的理想刚刚踏上中国领土时，而中国人

Recorders of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China 1890 held at
Shanghai ,May7-20,1890.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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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像躲避瘟神一样地逃避他们。于是传教士们在得不到任何帮助和理解之下只

好独立地工作着，领事馆从他们自己的私利考虑也不希望他们与中国政府单独

联系。

    调整适应阶段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在未作任何调适的情况下接受一

异族的民族文化。欧美国家现今的基督教文明并不同于巴勒斯坦地区原始的基

督教文化，它是经过欧美国家按照自己文化的需要调适改造了的西方基督教文

化。既然欧美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口味改造基督教文化，那么如今基督

教向东方扩张时为什么就不能按照东方的方式改造基督教文明呢?中国政府

与中国人民一样都十分痛恨异与自己文化的任何外来的东西。于是在经历了种

种挫折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思考在不违背基督教的原始胃意和基本教义的情

况下把基督教的那些区域性的或者是后来延伸的东西去掉，选择基督教最根

本、最实质性的内容，然后把它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来，采用一些中国文化的

包装形式让中国人能更好地接受它。

    当然，在改造和调适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诸如，源于对

中国文化了解的不彻底、对神学教义的教条的理解。一些圣经书或一些小册子

引用了(+I日约》中的一些反对中国偶像崇拜的话，而造成了中国人对AA-督教不

好的印象。当时的((日约》只是为了反对犹太教的偶像崇拜，而在这里却被一

些不明就里的人用来攻击中国的偶像崇拜。’这些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圣经》

的不完整的理解所造成的误会。

    另外在这次大会上，传教士们开始认识到各宗派分裂独立的事实，意识到

各差会间合作与联合的必要性，而且他们正试图进行联合事宜。

    悔过自新 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发言中承认以前确实有部分传教会在不明

了事件的具体经过之下，包揽中国信徒的官司，干涉词讼的现象。

    因此与1877年大会相比，1890年来华传教I:个I kI人会I对};“传教f:”

这一问题，传教士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从李提摩太的发言可以看出，随着北

方拳乱声势的扩大，传教士们已从此时局中嗅出，时局已变的越来越不利于传

教士，西方宗教、外来传教士逐渐成了这场运动中专门打击的对象。中闰人民

Recorders of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i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China 1890 held at
Shanghai ,May7-20,1890.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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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向外国强权宣泄着他们积压己久的民族愤恨情结，以其排山倒海的姿势

展示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强大的力量。山雨欲来风满楼，传教士们开始隐隐感

到不安，开始怀疑他们强加给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平等的条约保护政策的适宜

性。一旦中国人真的敢于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为自己所受到的屈辱表示反

抗时，外国人便对这种力量感到害怕和惶恐。他们开始思考，开始寻找对策。

他们想到向中国政府表白，袒露他们的 “心思”，而且极力装出很诚恳很虔诚

的样子。他们承认以前个别或某些传教士确实有包揽词讼，为一些中国信徒助

肘为孽的事情。但那是在当时比较恶劣比较艰险的特定的环境下需要条约法律

的保护，完全是事不得以。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己经号召全国范围

内的传教士作深刻的反省，悔过自新、弃恶从良，向好的方面进取。不但在中

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象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向中国政府哭诉，以求得中国政府的宽恕。但与之后的百年大会相比，1890

年大会对 “传教士问题”的反思还是处于开始阶段或者说是，部分传教卜从时

局中嗅出紧张的气氛来，是这些少数敏感的传教士开始意识到“条约保护政策”

的不适宜性，开始思考他们的错误。但毕竟这种思考还局限于少数传教士之中，

而且反思也不会深入。

    百年大会意向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这是民教

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据不完全统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宣教士遇

难者约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属遇难者为188人，其中

内地会的宣教士占1/3强，信徒被杀者的数字很难统计，一说有1912人，另

一种估计为5000人。’

    庚子事变以后，教会内部对于传教方式作出了重大调整。鉴于事变的惨痛

教训，教会才对自身的行为作了反省和检讨。对于教会和传教士涉足政治活动，

尤其对地方上民教诉讼的干预作了相当的限制。清朝海关总税务司长赫德对一传

教士过去招收不良中国教徒入教，保护他们的犯罪和包揽词讼的非法活动是清

楚的，而且还承认 “传教士还曾亲自干涉或插手中国的地方政务。这是对地方

官职权的一种干预行为，激怒了清朝官吏，一次又一次地造成地方不安，使中

，费正济、刘广金:《剑桥中国晚清史》!几卷 (中译本)，中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弟604火
第611 )1.



国的百姓和官吏都不愉快。”’一些教会人士，如美国传教士明恩缚曾承认外界

对传教士过分热中于政治和诉讼的批评是公正的。他认为教会应当对此加以反

省。“在此紧要关头，决不要害怕暴露，应当坦率地承认和摈弃某种方式，用

新的和更好的方式，代替那些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和毫无价值的方式。”2卜舫济

在论述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参与八国联军在京津的军事行动时，也承认:“在

回答这项指控时，我们至少担心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是要服罪的。基督教新

教传教士参与这种政治干预，也不是没有罪的。”“对于教会与20世纪中国社

会应当以怎样的方式相处，西方舆论界有人明确主张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当时，

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教会与20世纪的中国应当以怎样一种关系相处?赫

德明确主张:传教士和教徒的地位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教徒应当遵守法律，传

教士则不应介入地方诉讼事件，以免招惹当地社会民众的不满和敌意。他写道

11教徒和传教士的地位得明确，为此制定的条款必须是完整的和严格执行的。教

徒当他饭依基督教时，并不意味着不再是中国臣民。像其他中国臣民一样，他

们必须继续遵循所属国家的法律，和提交该国法庭。传教士仅仅是传教士，必

须限制为从事传教工作，并避免任何千预中国官方有关诉讼和调解之举。只有

坚定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地方人民、省级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才能是非

武力的;传教工作才能改变目前无能的状况。”4有鉴于此，英美政府和教会内

部都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都作了相应的限制。英国驻华

公使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于1903年发出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

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避免再引起教案纠纷，如有必需去找官府时，须由

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德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也提出，传教士不得从

事宣传基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和驱逐。“宣教士也明白，入教

者中一些人的素质不高，因而需要注贡栽培和教导，对于插手他们的纠纷事件

也持比较谨镇的态度 这样一来，20世纪以后齐地hl民教纠纷而起的教案，14

19世纪相比大大减少了。

，赫德:《中国问题论说集》，第16卜162灭
z明思偷 《中国在动乱中》第2卷，第739灭
，卜舫济:《中国之暴乱》，第to。一lot贞。

海思波 a }h国内地会殉难教}_记》第13 Iii

}铁崖:《中外川约章汇编》，第一J毋，

《中华民国现行法大全》，第455 ii,
二联1'8 1957 *IW, }P, 187-18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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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庚子事变对传教士的打击是惨重的，在这场事变中，传教士的财

产及生命安全直接遭到威胁的现实使每个传教士都刻骨铭心，事后回忆均不寒

而栗。因此这场血的经验教训把 “传教士问题”推到每位传教士而前，使他们

不得不重新慎重地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反思曾经的过错。西国政府纷纷对其

本国的传教士更是制定相应措施。因此，百年大会上传教士对该问题的反思比

以往更深入，更彻底，而且参与的是整个来华传教士整体。(这在第二节有专

述)

第二节 百年大会对 “传教士问题”的集体反思

    七条决议 1907年传教士百年大会上，美北长老会的狄考文作了题为《传

教士与公众问题》的发言，尽管仍在发言中试图对过去传教士包揽词讼、干预

中国内政的情况进行各种解释和辩护。但也不得不承认今后传教士在涉及到有

关中国信徒诉讼时要尽量采取 “克制和忍让”的态度，以避免发生冲突。以狄

考文的发言为引子，该次大会把“传教士问题”作为本次大会的重点议题。这

次大会经过会前充分酝酿，关于 “传教士问题”向大会提交了七条决议，这七

条决议分别是:

    1、感谢中国政府往日对传教士及教徒的保护;2、表示当前撤消”保护传

教”法令的时机未到，但鉴于“条约保护”政策其本质是不公正且易被传教士及

中国信徒滥用，因此大会警戒所有传教士今后在遇到迫害或不公正待遇时务必

要保持“克制与忍耐，’;向中国政府呼吁帮助只是最后的计策，即使那样也要

认真作好切实的调查工作，以保证 “保护传教”政策不被滥用。3.重申传教

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而没有任何政治目的;4.要求传教士在中国民族

主义_I二升的时代，注意使教会不被革命所利111,不要造成反对政府的不忠诚行

动;5.请求官方在文件中取消”教民11的提法，因为它怠味着中I-01M1教徒是另

一种百姓，这就容易因对教徒的歧视而引起冲突;6.提请中国政府区别对待从

督教与天主教。7、大会向上帝祈祷诚恳地祝愿中国的改革事业将取得成功。1

    1907年大会与前两次大会的不同点是:该次大会针对会议市要议题都通

阮仁洋、 .佰振农:《卜海宗教史》，I海人民出版扫.1992年版.第852臾。
                                                              39



过相关决议，决议的用词是经过会议成员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和认真的讨论而通

过的，决议虽不产生法律效果，但因为是在传教士最高级别的会议上产生，因

此在每个传教士心目中，它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所以从这次大会_L肴，它针

对 “传教士问题”通过了七条决议，足以看出此次大会对该问题的重视〔

    会议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进行逐条解释，决议中第一和第七条以诚恳地语

气向中国政府往日对传教事业所提供的保护予以致谢，并对中国的改革事业表

示支持和祝愿，这些虽是微不足道，但作为决议被单独列出，这足以显见西方

传教士对中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向中国政府公开地表达传教士集体的谢意和祝

愿。

    大会对 “决议二”的阐释 决议中尤其是第二条，是大会上讨论时间最久

也是讨论最深入的决议。来自丹麦信义会的鲍尔维认为，条约里写着“保护基

督徒不受宗教迫害”，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混有一些其它非宗教成分，

甚至有些案件连宗教的影子都找不到，纯粹是，II国教徒借从杆教传教一L的威望

在欺压百姓。因此无法做出裁决;条约保护政策还给了中国人这样一种心态:

  “传教保护”政策给传教士赋予了一种官员身份和形象，基督教是与政治连在

一起的，是权利机构的附庸，它是邪恶产生的根源，它孕育了一批 “吃教者”，

使信徒在精神上产生对权利的依赖，致使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国人不愿加入基督

教，这不利于中国人接纳基督教的心理;而且条约保护政策让中国政府的臣民

在本国的土地上去接受外国人的保护，有一种在自己家里还做不了自己主人的

感觉，这原本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轻蔑和无声的抗议，这会让中国政府更加

排斥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中国政府虽然法律赋予“条约保护”政策，但那是

在武力逼迫之下的不得以，实际上的态度是 “明为保护、实为暗防”。1-1-于这

些考虑，鲍尔维认为 “条约保护”政策是不可实行的)

    他还说，当有信徒确实受到迫杏或不公I待遇时，除自Iq外!1;1领，lf馆、地

方官员申述之外，还有更可取的方式如:可以通过祈祷企求土帝的帮助，或通

过语言安慰受伤害的教友;有必要时还可以用钱或物品安慰他们;通过我们传

教士自己受冤屈的诉讼案件告诉他们:受冤屈的不仅仅是木国信徒，更有西国

传教士与他们一起经受磨难，而不去向政府申述。这种途径还能帮助磨练教徒

坚韧、虔诚、吃苦的基督徒品格。而且还能帮助教会驱除伪善的基督徒、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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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真假教友的很好的途径，同时也向巾国信徒传达要树立一种自立精神。被冤

屈时一味地依赖于外国人而不去企求上帝这也有悖于基督教的原则。这是十分

有害的，不利于基督徒灵性生活的培养。也许有人认为，即使传教士放弃领事

馆的帮助，他们仍然能自动获取领事馆的特权和优势。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

真的。但只要传教士能长期如此坚持下去。他们的诚意便最终得到中国人的理

解。

    鲍尔维还以他们丹麦路德宗的经历作为例子，在华的丹麦路德宗从来没有

向中国政府寻求过任何保护，13年来在这种未受保护的状态下的传教经历虽是

历经艰辛，但确实以他们13年来的诚信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认同和赞誉。’

    丹麦传教士鲍尔维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个别会员如:来自汕头

的汲约翰、来自长沙的任修本，来自上海的何斯德和富斯德对决议第二条的润

词稍有微词之外，2与会会员几乎是完全赞同这七条决议，决议被一致通过。

      “忍耐与克侧”的主题 “忍耐与克制”是1907年大会_!二针对传教士问

题时反复强调的口号。会上他们一致达成共识:今后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中国基

督徒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与迫害时他们将尽量采取忍耐和克制的态度，以避免

与中国政府和当地老百姓发生冲突。“

    会议鉴于以前确实有不少传教士包揽词讼干涉中国法律，从而使中国信徒

因入教而能为害一方横行乡里，借着传教士的支持而为所欲为，引爆民教冲突。

大会明确规定:日后凡有涉于词讼官司的时候，传教士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要

保证所接的官司一定是教徒受迫害的事件，这一点一定要保证。否则一定不要

受理。而且有的地方还明确规定:年轻的传教士不准参与这种词讼事件，或者

说必须得获得老一辈传教士的许可或认同。因为年轻的传教士在处理该类案件

时普遍被认为容易感情用事容易激动。弓

    如果案件确实被证实是教徒或传教I:受迫杏或不公IF待遇，JJIS /也得采取

理智的方法和途径，不能卤莽行事。会I二很多传教士认为最好是不通过外国领

事而直接与中国官府联系。原因是:

China Centenary Missionry
China Centenary Missionry
China Centenary Missionry
China Centenary Missionry

Conference ,lleld
Conference,lield
Conference,Held
肠nJerence,Held

at Shanghai ,April25 to May 8,1907.pp355
at Shanghai ,April25 to May 8,1907.pp355
at Shanghai ,April25 to May 8,1907.pp732
at Shanghai ,April25 to May 8,1907.pp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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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官员多次交代有事直接找他商量，不要去找领事馆。领事馆本身

性质上就有外国领事千涉中国内部事物之嫌，这样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很多麻烦

和经济上的开销，更有情感上的伤害。与中国政府直接打交道要比提交案件到

领事馆或道台更有效果，与地方长官直接面对面地交谈是对中国主权、对中国

官员的尊重。尊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这样他们才愿意为案件做客观公正的

调查以致得出公正的裁决。这会比向道台汇报效果也要好得多，因为中国道台

会因个人的偏见而歪曲案件过程，这会影响长官们处理案件时的心态，激发他

们对基督教的恶感。

    中国政府官员的演说 这次大会为了听取和采纳多方面的意见，还特意邀

请了唐露圆道员代表两江总督端方到会演说。这位道员首先表示在他的演讲中

可能有同传教士不相同的观点，但无意冒犯在座的任何人。它认为100年的传

教史是喜忧参半的历史。传教士是为信仰所驱策而来的，但是劝人为善的理想

是并非某一民族或某一教派所独占的，中国有自己传统的劝人为善的理论和方

针。传教士作为一名外国人往往一到中国就以地位优越自居，践踏中国人心中

的崇高观念，盛气凌人地教训中国人。唐露圆还不无讽刺地说，基督教辅音所

宣传的是聪明像蛇，驯良像鸽子，即使中西双方在观念、见解和方法上有分歧，

也不该诉诸武力。最后，他建议传教士通过两条途径促使传教的目的得以实现:

1、传教者应该同他周围的人群有更多的思想交流;2、放弃传教士自命的优越

感，也许传教士并非自觉地有优越感，但在中国的西方人举止中却比比皆是。

，综观唐露圆的这篇演说词，应该说是公正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在这传教士百年

大会上，邀请中国政府官员发表演说词，而且被邀请的中国官员是位敢说真话

敢说实话的人，他的演说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却道出传教士骄似蛮横的嘴脸。

直接来自中方官员的观点至少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的传教士形象，而且

是当众宣读，这足以让百年大会上传教士做集体认真的反省。

阮仁泽 、高振农 《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2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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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华基督教各差会的联合

      “教会固执成见，宗派纷立，反而将本身最大的目的置诸不顾。”’“现今

在中国的教会，单是耶稣教就有将近一百多个名目不同的教会，它们对于传教

的事总是不相为谋，有时还要互相猜忌。”2吴雷川先生的话极真实地道出当时

在华各差会的分立现实。差会的分立给中国信徒及老百姓造成一种很不好的印

象:基督教并非如其一贯宣传的那样天下人如同兄弟、爱人如己，这很不利于

对中国信徒的吸收。而且，各宗派的分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资源，不利于教

务的开展。问题的存在必然会促使对解决途径的思考。因而，1907年传教士

百年大会上，除了第二章 “传教士问题”之外，在华基督教各差会的联合也是

重点议题之一。

第一节 在华基督教各差会联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华各差会分立的现实 基督教的“因信称义”学说，为教派的白由发展

提供了很大空间。世界基督教中教派林立，各自为政。当中国的门户打开以后，

诸多宗派纷纷来华，自行传道。1907年传教士第三次全国大会召开时，其大

会报告统计基督教至1905年在中国已有63个大的传教会，设传教总站632

个，支站4470个。“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差会不足10个。它们分别是:伦

敦会、美部会 (后改为公里会)、荷兰传教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美

国长老会、英国行教会;而鸦片战争到1860年传教 “宽容政策”签订期间，

这种传道差会很快增长:归正会、美浸信会、信义会、德国巴色会、美以美会、

美耶稣安息日浸礼会、德国巴陵会、礼贤会、监理会、循道会、莫拉维亚弟兄

会、法巴黎基督教传道会等基督教各主要宗派纷纷随之而来，这些差会扩展到

北美及欧洲各国。0186。年之后，欧美其它国家基督教中的较小的教派，甚至

个人也跃跃试试地来中国传教。总之，60年代以后，许多较小宗派。小差会委

，义雷川:,r摧督教与中闺文化》，t936年版，第 131页.
，吴雷川:i撰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年版，第132页。
，率新平 《中国摹督教葵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a卓新平:《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43



派传教士争赴中国，新的传教群体纷至杳来:中华内地会、圣经循道会、英美

会、公宜会、基督会、宣道会、根本论会、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瑞典行道会、

美国路德会。如果说，在1860年之前，各差会和宗派的在华活动是为打开大

门、跻身室内、站稳脚跟而努力，那么后数十年中差会的传教活动就像落户以

后分割房间设计布局了;’这些后来的小宗派纷纷步那些先驱者的前尘，插足早

先差会遗留的地域，争一席之地，在传教方法上也有仿效先辈的办法:尽量本

土化或举办各种慈善活动，吸引中国平民百姓，先求得认同然后传布福音。他

们之间有教义的不同、行政体制的不同。相互之间各行其是，没有教务上的往

来，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甚至时常有利益上的冲突和纷争。

    实现差会联合的必要性 基督教的分裂、宗派间的互相排斥，一直是被人

垢病及攻击的地方;宗派间的互不闻问，也使基督徒不能团结合作，以对应当

前急剧转变的外在形势。更重要的是，宗派的存在，明显地带着西方差会的色

彩;例如巴色会、巴陵会、伦敦会、安立甘会⋯⋯等，连名字都标志着是外国

的东西，如何不令人产生抗拒。这种西国差会间的分立事实在不明就里的中国

人看来，会片面地认为基督教与世俗事物一样，内部也有斗争、分裂和冲突。

它并不象其一贯宣扬的那样: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兄弟。这种分裂不和的宗教不

足以解决中国人思想上的困惑。这种印象大大地影响了基督教在中国人眼里

的形象，在他们的眼里，西国差会间细小的不同被夸大了，这更不利于中国人

入会数量的增加，很多人就为此拒绝参加基督教。这对中国的新教产生很不好

的负面影响，也违背了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宗旨。原本西国在华各差会的分立主

要只是组织间的不同，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基本宗旨以及基督教徒的内部生活

大致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些细节的差别。所以单从消除中国人的对西国差会分

立的恶劣影响这一方面来考虑，在华差会无论要克服多大困难都必须得实现差

会联合。而且时间到了20世纪初的1907年，中国民族正是民族大觉醒的时

候，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恢复了一定的自信，他们希

望中国人能自己主宰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更希望能联合统一所有四分五裂的力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墓警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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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排除外国人的控制。所以说，这股民族精神有着一种实现内部统一和联络各

  地区性教会的驱动力，有着一种试图平衡与缓冲外国强势控制的愿望。中国教

  徒认识到，外国差会的存在对实现教会自立还没有经验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

  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但同时，也正是由于外国差会才导致了分裂和地区间的

  不合作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华传教士也热心的希望能顺着中国

  人的想法，利用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觉醒力来引导实现各差会的联合。

      基督教的统一与联合在其经典《圣经》的《新约》中能找到根据与教义支

  持。《新约》中有这样写到:基督教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教会，而是为了建立

  一个基督教王国。术语 “王国”在古代牧师Fairbaim的文章里被引用过不下

  112次，而“教会”这个词他只用过2次。“王国”是最初被引用的，他的意

思是:只要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地区都属于王国的一部分。实现全世界的基督

教王国，让全世界都受福音的感化是基督教的最终的目标。因此“教会”只是

通向王国的手段和步骤，教会只是其物质的存在，是王国的实体。王国是最终

目标，“王国”没有政治框架，只要爱上帝、信仰上帝的人就可以成为王国的

一员。因此只要当一个地区在实践着联合的事业时，它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

上帝就会在此地发生更大的作用。而维持老的差会体制，继续让一些小的派别‘

存在，没有新的力量流入或少有老的差会加入，甚至相互消耗内力，削弱各自

的力量，那么它都是一直在违背上帝的意愿。所以说，从遵从圣经的旨意来说，

西方各差会也得实现联合与合作。’

    实际_L 1890年传教士大会就已经在讨论关于差会联合的问题。不过这次

大会上所有传教士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其中一位来自杭州的内地

会传教士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反对差会联合的论文，他的观点是:所有的传教士

只是代表各自母会的旨意而被派到中国来的，是代表各自差会的教义和利

益。··⋯他的理念是:这是你的地盘，那是我的地盘。你不要干涉我的地域，

我也不干涉你的。2

  以!关十
订iss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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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很多传教士的批判，他的发言在中国教徒中造成了不好

的影响。虽然那次大会还没有把差会联合的问题当作重点来讨论，但绝大多数

传教士都已认识到联合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都对联合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不过他的论文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能有宣读的机会说明十七年前基督

教会界对关于联合问题还存在分歧。而到了1907年大会上，几乎所有的传教

士都一致认为各差会应该实现联合，关于各差会间的联合与合作问题是 1907

年大会上议论最多传教士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对此

议题只是被简短的提到一下，并投有做深入的探讨。而十七年的发展与进步，

在华传教士明显地顺应着合作与联合的潮流一步一步地进步，来自海外的访问

者也正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发生的这一变化，很欣喜着这些变化。会议期

间，许多有价值和有建设性意见的信件来自日本、印度和其它地区，这些信件

都在关心和询问着有关基督教王国和联合运动在中国的实现的情况，在基督教

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的大会引起如此的关注。‘

    1907年大会上与会会员认为，在中国的那些大的差会派别如:伦敦会、

浸礼会、信义会、长老会、公理会、归正会等不下五十个，他们应从五十个减

少到五个、七个甚至十个就够了，如只需要一个浸礼会、一个长老会、一个归

正会就行了。先实行各大差会内部的联合，再实现各大差会间的联合。2

    不过面对各差会派别林立、各行其是的现状，有人对实现联合的可能性表

示很悲观，他们认为，在这几个大的差会间很难找到切实的一致和协调。团体

大了，内部各自的利益和分配的现实问题使相互间很难做到对对方的迁就和让

步。

    各差会实现联合的可能性 针对类似这种想法，1907年百年大会上，传

教士梅威良作了发言，演讲中列举了世界其它地区已实现的差会联合事实，以

发生在印度、英国、美国等国的联合现状向中国的传教士及中国信徒证实实现

差会联合与合一的可能性，以激励他们的意志，给他们力量和鼓舞。

    在南印度，归正会、苏格兰自由联合会、伦敦会和美部会已经实现了成功

theChineseRecorder，Shanghalvol43，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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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其中嘉约翰的一封信中这样提到他们的联合的特征 “一步一步地实现

联合，而不是一下子彻底地实现”。’先是在分歧较小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差会之

间小规模的实现联合，待打下实际的基础做出联合的成绩以造成实际的影响，

然后再I'm推进到周边其它教派的差会。全国范围内一下子来个突然的联合运

动，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同样在英国，新教各差会也在为中国的差会联合事业做出榜样。当时1907

年传教士大会上，所有与会成员都一致认为，全世界范围内在差会联合事业上，

作了良好的开端与扎实的基础的是英国的“民族自由教会联合会”。2

    该委员会成立于1892年，到会议期间时为止，全国已有900个子委员会，

覆盖整个国家的教会，也就是说，整个英国的差会几乎都参与了全国性的联合

事业。通过联合，英国教会正在做着许多以前独立状态下难以完成的事业，如

促进各差会遵守安息日，颁布禁酒令，中国劳工的问题，刚果暴力问题，文学

问题等其它很多社会问题。而且，英国各差会的联合还造成了其意外的影响，

那就是:新教各教派的联合与团结，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引起英国政府的关

注，从教会有影响的领袖中选举议会成员，以致开启了新教教会影响英国政府，

参与英国政治的事业。“

    1888年英国坎伯雷主教会议上，安立甘会采纳了以下决议:各地方教会、

各分委会均热切表示其乐意参与在所有说英语地区的教会、差会所举行的所有

关于商讨联合事宜的会议，以决定下一步的步骤。但到了1897年，仅仅隔了

九年的时间，上面的决议便被改为:各地方教会、各分委员会应积极筹备在所

有说英语地区召开关于商讨有关联合事宜的大会。英国主教应委派主教委员

会，以催促关注一切有可能实现联合的机会。01900年，英联合长老会又与

1843年分裂形成的自由长老会组成新的苏格兰联合长老会。s

    在美国，1905纽约曾举行有来自全国30个差会代表全国5000万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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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大会讨论差会联合事宜。1906年2月7-9日全国3个大的教派:卫理

会、兄弟会和公理会在俄亥俄州又一次召开会议。继续上一次会议的“联合”

主题。会议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和结束，这一次会议取得了成功。这在美

国差会历史上是一次很了不起的荣誉。这次会议关于各差会联合问题的口号

是:自由与联合。自由— 让每一个地方差会自由地处理其当地的差会事物;

联合— 联合全国所有的差会相互协调工作。'1906年美北方长老会与坎伯兰

长老会联合。2

    传教士梅威良列举发生在南印度、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成功的差会联合

事例以鼓励在华传教士或中国信徒，特别是对那些于“联合”事业很悲观的人，

这无疑是一帖很好的催化剂，鼓动着他们开创在中国的教派联合事业。

第二节 在华各差会实现联合的步骤

    北戴河会议 1904年8月24-26日应北京传教士协会的号召，华北传

教士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有关新教联合和统一的问题。这次大会起因于 1903

年1月份因传教士的一篇论文 some problems in mission (((关于差会

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讨论所致。3实现各差会的联合与统一是长时期以来一

直困绕着在华各教派的一个基本问题。该次会议便是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对

新教各差会的联合事宜的:

    1、关于赞美诗的统一问题;2、关于各教堂和堂会名称的统一问题;3.

关于“god”一词的中文译名问题;4、关于在华新教教会的联邦统一的问题。

    北戴河会议上，大家都一致认为对于这些老问题，不能用讨论的方式，因

为讨论的方式永远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用妥协的方式，华北圣经会企图用强

制的措施出版标准词，标准书。当时华北有92%的人都同意采用妥协的方式，

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第四个问题，即关于在华各差会是否该采取联合与同一

的问题，由传教士惠志德提出引起讨论，他的提倡得到华北本地305张赞成票，

;濡a Centenary MissionayConfenence,held at Shanghai,Apraii26,May,Shanghai ,Conferencettee,p738.
2A_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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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反对票。其它地区是317张赞成票，7张反对票，17张弃权票。故总之，

共有97%的人持肯定的态度。大部分的人都赞成联合。’

    北京代表委员会会议 自从北戴河会议以来，如何实现和执行那次会议的

关于联合问题一直是传教士很关心的问题。为了促进这些问题的实现，一次代

表会议于1905年9月在北京举行，专门讨论关于教会联合问题。该次会议上

形成几点决议:

      1,鉴于大家一致的联合意志，会议决定形成一个北京联合代表委员会，

其中本地教会也有自己的代表;2、派北京联合代表委员会与中国其它地区的

传教士联合，准备与他们合作，直到总的代表委员会形成为止;3、北京联合

代表委员会的所有行动都被看成是暂时性和过度性的。都应被提交到1907年

大会上讨论和修订;4、会议呼吁所有的教会人士对联合问题进行祈祷;5、会

议呼吁1907年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应筹备具体的关于“差会联合”的方案提交

给大会。2

    1904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与1905年9月北京的联合委员会虽然在差会

联合问题_L没有实质性地解决任何问题，但这两次会议毕竟倡导和加深了人们

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引发了1907年大会上所有传教士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以

至这个问题成为该次大会的重点并引起西方很多国家的关注。

    百年大会对实现 “差会联合”的步骤安排 前两次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都

呈请专门委员会提交1907年大会具体讨论。

    很多传教士认为，实现差会间的联合与合作，即意味着每个差会都得做出

一些牺牲和妥协，这样才能实现知识与各种资源的相互流动。而不能因一些小

的细节方面的争论和不统一而导致联合的失败，那才是不幸的事。不要总是让

那些长期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上帝的命名，赞美诗的统一，圣经的版本等老问

题而影响了联合的大事。只要信徒在精神上都认宗于同一个上帝，至于这个上

帝应该叫“上帝”还是 “神”那都无关紧要。所有差会都应该胸怀万千。

    大会曾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vo114,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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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每一个省份设立一个省基督教协会，每个差会都有选举代表参加。

      (2)、每四个地区成立一协会，该协会成员由每个省协会派遣代表参加。

      (3)、每个省协会不管成员数目的多少，应向地区协会选送一名中国代表、

一名外国代表，此外，再按每2000名中选送2名，也是一名中国代表，一名

外国代表。

      (4)、设立民族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地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

      (5)、民族代表委员会有权代表整个西国传教士集体与中国政府交往。

      (6)、每个协会都得安排一名中国秘书一名外国秘书。

      (7)、所有凡涉及到“差会联合”的问题都将提交到各省协会讨论。

      大会经讨论形成相关决议，决议为:

      (1)、各省协会每隔一年或两年召开一次会议。

      (2)、民族协会要三年一次或至少五年一次召开一次会议，中外秘书处理

日常事物，直到大会的召开。

      (3)、大会委派组建一由24名传教士构成的组织委员会，(这24名传教

士分别由浸礼会、长老会、内地会、归正会、卫理公会等8个差会各派遣三个

传教士组成)，该组织委员会负责采取措施组建各省协会，在各省协会充分讨

论之下，再进一步组建民族代表委员会。

      (4)、民族代表委员会是充当协商和顾问性质的机构:

    负责接受来自各省协会的报告，充当与中国政府、与母会、与其它国家政

府、与各地教会与公共团体之间联系的中间人。民族委员会决不是特权机构，

他们只是所有在华传教士整体的佣人，只是一个商议和提出建议的机构，只是

联络机构。民族代表委员会上产生的决议不具有法律作用。

      (5)、对各差会联合的工作安排如下:

    鼓励一切能实现合作的事项;寻找一切能实现不同差会间召开联合会议的

机会;创造和安排为实现在华 “一个教会”理想的代表会议;如何最有效地利

用与最大程度地节省在华差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开展工作。

    (6)、促进各差会在《圣经》与各种基督教文学翻译方面、行政体制方面、



教育方面、社会工作等各相关方面的同一工作。

    百年大会的意图是:立即采取具体的步骤，即首先成立24人构成的组织

委员会，由该组织委员会组建各省联合协会，再在各省协会的基础上组建民族

代表委员会。这三者之间，民族代表委员会是规格最高的联合机构。它属于协

商和顾问性质的联络机构，并不凌驾于地方教会之上，更不具备特权，会上所

产生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各差会独立分裂的历史太

久，“联合”事业要求各差会所作出的牺牲和让步太大，其中牵涉到的纷争太

多，矛盾重重。因此“分”的利益要求在当时的中国远远大于联合的要求。所

以，百年大会会后联合事业并役有取得明显的成绩。

      “差会联合”事业的进展 “差会合一”的口号喊了很久，但一直未取

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二、三十年代，才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二三十年代 “本色化运动”中，教派联合成为中国基督徒的一致要求。诚

静怡在《本色教会之商榷》中列数了各种联合的方法:“有的把同一宗派的各

教会统一为一大的团体;有的主张统一同一城市中的不同教派成立为一大的组

织，如广东和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等;有的主张不分教派，统一由中国人主持教

会，如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会。有的主张不求形式统一而成立讨论问题的组织

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及各省市区的基督教协进会。还有主张以行业来划分

的，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博医会、卫生会等。上海还成立了专门从事向内地

布道的组织中华国内布道会。”’

    从上面列举的差会联合的方法中，可以总结出当时在华各差会的合一运动可

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宗派的联合与合一，此时期大部分的宗派均谋求使国内由

不同差会建立的教会合并在一个教会系统之内，并组成全国性的联会以统筹协

调，此外又将宗派的名字易作较合中国文字习惯的叫法，或在宗派名称前冠以“中

华”二字。如安立甘宗的各差会于191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圣公会总会”会

议，组织了“中华圣公会布道部” ;信义会各差会于1920年组成“中华信义

会大议会气长老会各差会早在1901年就已酝酿联合，至1916年成立“中华

，诚静怡 《本色教会的商榷》，《青年进步》第七十六册，(1924410)，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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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联合会”此后又吸收伦敦会、公理会参加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大会”;美

国南方卫斯理宗于1928年也该称 “中华监理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和美普会

三个属于美国系统的差会最后也于1939年联合组成“卫理公会”。二是事工性

的合作，如基督教教育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等。’

    但总的来说，这些大公会的名称前虽冠以“中华”二字，但财力薄弱，难

以在经济上独立。而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能通过差会给教会经济上的支持，经济

支持便意味着行政上的控制，所以这时期的“中华”各教会的领导权仍在外国

传教士手中。正如赵紫衰在《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中说:“若

要中国基督教徒收受过来自己办去，经济人才两事俱感不足。.r 2

    不过，“本色化”运动时期差会联合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基督教会”。

    1918年，美国长老会联合公理会及伦敦会探求教会联合的可能性后经

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会议的大力推动，同年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在上海

成立。美国长老会的高伯兰 ((Kepler,Asher Raymond)牧师被推选为首任总

干事职。1927年10月第一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于上悔召开，“中华基督

教会”临时总会一共有十九个宗派参加，参加会议的88位代表中有66位是华

人领袖，他们代表了12个教区和51个分区，会友数目超过12万，约占全国

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一。于是，“中华基督教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宗派。

    支撑“中华基督教会”成立的两大理念是“破除宗派主义”和“合一而非

一律”。“宗派思想对西方教会而言，因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但对于中国教会

则只徒增教会间的纷乱、扰惑。故中华基督教会应为一个由中国信徒根据正宗

信仰，自动而组成的教会;不倡宗派，不分国界，惟求适合中国的国情，应付

中国的需要。4至于 “合一而非一律”的原则，“中华基督教会”要求整个教会

的行政和组织，应当趋于统一。但，因着中国文化传统、礼仪及各地文化的差

异，所以在统一当中含有伸缩性，包容性和融合性。这样的统一，其表现在信

，顾长声
已赵紫哀,
〕MMM
1974

《传教_卜与近代中国;
吸基v教与中国文化》

I-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3页。
《真理与生命)}第二卷，第九、卜期(1927)

Wallace C, Adventure in Unity: The Church ofChrisl in China. Michigan
第249页。
William B. Eerdmans,

高伯兰著.文南斗译:《合而为一》.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
                                                              52



条、教政和崇拜方面才是自然的、灵活机动的、适应性强的。’

      “中华基督教会”的组成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典范，但其

成就却不是逮然达致的。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刚组成之时，由于每个宗派以至每

个差会仍在经济上和人力上负责其原来建立的教会，又每个差会仍维持传教根

据点一基地一总部，以至全国性的指挥中心及母国的差会议会的隶属关系，形

成在组织_E错综复杂、行政上架床叠屋。这个组织情况甚至曾被1930年美国

平信徒宣教调查团引用来作为说明合一事业不真实的例子。

    至于在事工的合一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

立。1922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议决成立基督教全

国协进会。该会主要为顾问及联络性的机构，负责计划、调查、研究等工作，

并探讨一些新的路向及工场，特别是农村重建工作、大型的布道计划等。在抗

日战争前，该会共有十六个宗派的教会参加，包括30万信徒，终占全国信徒

人数61%。

    在协进会及一些地区教会的推动下，三十年代还有许多联合性的事工，如

协和大学、江西黎川的农业改革、华北农业服务社等。事实上，教会在事工方

面的合作远较在组织上的合并为易;这些合作计划主要是由一些超宗派的事工

性机构 (如协进会、青年会以及教会大学等)来策划及推动的。这种情况与今

日并无太大的分别。

    然而在各差会联合的事宜上，不要把 “联合与合作”误认为是合并一切教

会。而是指包含所有参与的小教会，联合教会存在于所有的参与成员当中，即

联合包含个性，个性体现联合而决不是消灭个体教会实体的存在。每一个教会

实体仍然独立地处理它的事物，但同时又有一个大会机构协调指导各差会事

务。它可以向各差会提出具体的建议甚至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各差会的工作运

行，只要不危及和限制各独立差会的自由与权利。联合机构建议和决定每个差

会行事的范围和充当差会间的调停者。

    这种联合与个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 《使徒行传》在以弗所书二r中.

，《中华纂瞥教会年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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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曾针对早期教会的分裂提出过一个关于.’家“字的概念。他说:那时 (指未

信主之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一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地上

没有指望没有神。又说:如今 (信主了)在基督里⋯⋯得以亲近 (神和主内弟

兄)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 (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合而为一，拆毁了

中间隔断的墙。又说:”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他着重点出了一个"家11字。这表达了保罗 (自然也是圣灵)对于教会合一的

理解，那就是:(I)都在基督里”;(2)都在神的国里九(3)都”在神的家

里:;(4)并应”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提教会组织形式

的一致，不提外表礼仪的一致，也不提较小观点的一致。合一就是合在一神、

一主、一灵、一信、一望、一洗、一身”这七个”一’1上。坚持这”七个一致"，大

有益处:它使我们看到，神的家有多大，我们的心胸和视野也当有多大。它有

助于我们认识真理的大小、主次、重轻，而免于颠倒大小，大题小做，小题大

做。它使我们看见信仰范围里的大是、大非、大正、大邪。它促使我们放下宗

派的色彩，有害的争执，使相爱与合一的气氛上升。

第三节 基督教大学的联合

    教育的问题一直都是在华基督教传教士考虑的内容，随着1877年和1890

年两次大会对基督教教育问题的宣传和造势;加上义和团运动中国失败后，中

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更加重视占领中国的教

育阵地，传教士除了利用勒索到的赔款恢复原有的教会阵地外，在各省又新开

设了大量的教会学校。1900年百年大会前后，教会大学纷纷建校。为了最大

程度地节省资源，为了与中国政府办的国立大学竞争，1907年大会上还考虑

各宗派大学的联合问题。基督教大学的联合原本属于基督教教育领域内的事，

但同时，基督教大学的联合实绩也正是基督教各差会联合在组织与事工两方面

联合的体现。

    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主要是在教会中学的基础

_L发展大学，最早是登州文会馆于1882年升为大学，19世纪末期中国还有4

《圣经》— (使徒行传》.



所类似的大学，它们是:北京汇文书院(1888年)，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89

年)，上海圣约翰书院 (1890)，杭州长老书院 (1893年)。20世纪初百年大

会召开之际又陆续增办了几所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势头使 “基督教大学的联合”成为1907年大会上争论

很激烈的一个问题。对是否实行基督教大学联合，会上分“赞成联合”派与“反

对联合”派。双方各自激烈陈词，都试图说服对方以让大会接受自己的建议。

      “反对派” 以来自山东威海卫的库寿龄，狄考文和司徒尔、甘露德为

主要代表构成实现“基督教联合大学”的不赞成派，2他们有其各自的理由。有

的认为原有的各大学都有其各自的特色，而特色又是每所学校的生命和灵魂，

是维持其发展下去的原动力。而一旦实现联合了，势必会失去其各自的特色，

这对于基督教大学的历史将是一种不小的损失。有的认为打破原有的基督教教

育局势，实现大学间的联合与合并，必然要花大量的资金，而维持现有的基督

教教育的开支已属不易，再筹措巨额资金更是难上加难。何况基督教来华的最

终目的是“实现中华基督化”，这才是传教士阵营最大的目标和宗旨，任何事

业都得围绕这个目标进行。因此即使有钱也得花在如何使中国更加福音化的方

面上来。

    其中司徒尔更是一连申“机会不成熟”的籍口。他认为:在中国建立专门

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联合大学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原有各大学的口碑与生

源原本已不是很好，能接受大学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不是很多。也就是说现有的

基督教大学已完全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再增加学校 (尤其是更高层次的研究

生教育)面临的将是招不到更多学生，完全是供过于求，也是资金上的浪费。

而且中国的基督教各教派纷立，实行各教派联合办学势必将削弱基督教气氛和

基督教特色。而这又是他们所不希望的，反而会违背他们的初衷。而且，中国

本土本来对基督教事业骨子里就抱有强烈的排外情绪，要在原有大学的基础上

再建立规格更高的联合大学会让中国政府对我们更加充满敌意，如果中国政府

一直不承认基督教大学学生的文凭，那么这将直接威胁着我们学校的未来生

源。3

顾长声 《传教士‘，近代中国》.「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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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尔的观点在反对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反对派也几乎都是从资

金和中国政府的态度上来考虑的。而持反对意见的传教士大多来自于内地比较

封闭的地区。

    “赞成派” 针对以上的反对意见，那些来自沿海开放地区以及大都市的

传教士领导人激烈陈词:其中一部分人拿他们自己联合办学成功的事例做论据

来攻击反对方。如来自北京的传教士科龄说 ，库美龄和狄考文均来自中国的

内地，观点保守、意见陈旧。北京便已经成立了一所包括原来所有的医科学校

的各差会联合的医科大学，而且运行很好。来自南京的梅格说他最近一些年来

一直在考虑联合办学的事情，且己经正从事着这方面的实践。两年来他们已实

践着让南京长老会与归正会学校间的联合。在这种形式的鼓舞下，南京的循道

会也正在考虑是否加盟。而同样来自山东芝果的传教士翰维廉说，最近五年，

山东E.B.M.与A. P. M.两差会正讨论联合办学的计划，该计划中的大学包括

威海的艺术学院、通州的神学学院、天津的医学院，且该计划已得到各母会的

支持，其中长老会支持艺术学院、伦敦的浸礼会赞助医学院、神学院。’

    当中国的各差会联合办学的计划传到欧美各国时，各名牌大学如斯坦福大

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从他们自身多年从事教

育的经验出发，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此热情的关注和支持。并期待着中国联合办

学的成功。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表明在中国实行联合办学的计划并不是空

想，而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2

    双方的交锋 这些支持者还针对反对者的反对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如针对

关于筹集资金难的说法，很多传教士大都一致认为，建立联合大学像以前那样

仅靠母国差会和一些传教士个人的资金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主要的资金来源要

靠向欧美各国政府、大企业、大财团进行募捐;靠那些有巨大经济实力的慈善

家的赞助;靠向那些基督教国家呼吁以寻求他们经济上的帮助。至于母国差会

和传教士个人，只要他们在精神和言语宣传上大力支持，尽其所能就可以了，

包括从母国派送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为了更好地获得欧美各国政府或那些

有经济实力的实业家的经济援助，他们建议成立一个 “教育委员会”，专门负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i Missionaries ofChina,1907,Shanghai ,p713
}I司-L,pp713-714.



责向国外募捐事宜。有的传教士还呼吁成立“代表委员会”，与母国互派代表

团，特别是代表中国新办大学走访世界各国，向欧美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宣传

他们在中国办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向各国对教育事业感兴趣的政要宣传他们

的雄伟的计划，描绘宏伟的蓝图。’

    至于能否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这确实也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基督教教育界

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很重视官运仕途的国家，学子们苦

读十年寒窗，最大的动力源泉便是能有朝一日，能在官府衙门谋得一官半职，

出人头地、光耀门媚。而基督教大学学生毕业后却得不到政府的承认，这便意

味着他们无法到官府部门工作，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便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哪

怕基督教大学能传授再多旧式学校所不能的知识体系。

    所以，现在对于正反双方来说，关键在于如何使中国政府承认基督教大学

学生的文凭，反对方对此完全持消极的态度，认为要想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同是

不可能的。而赞成联合大学的一部分传教士却从种种积极的方面去考虑。如北

京联合医科学院凭借它的办学实力已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且已被合并成为北

京大学的一个学院。2中国政府每年拿出10000元人民币支持它。同样是外国

人办的大学，为什么北京联合医科学院便能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同，为什么?因

此对于这个争论的焦点，北京联合医科学院便是正方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因为

北京医科学院确实在医学界为中国做出了许许多多的成就和贡献，办学质量是

毋庸置疑的，它也确实为中国的医学界做出了榜样和示范的作用。所以基督教

大学并非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关键在于基督教大学是否能取得实际的办

学成果。如何做到使中国政府满意，迎合他们的需求。这一点是如何获得政府

认同问题的突破口。

    实现基督教联合办学的优越性 赞成方还论证了联合大学的种种优越性:

在世人的眼里，天主教具有非常严密的组织。而基督教却是宗派林立、各宗派

相互独立。各宗派的联合办学属于各差会事工方面的联合。它的实现将对中国

和全世界的基督教各差会的联合与合作事工产生巨大的促进和鼓舞作用。

    对于那些一直就读于基督教大学而毕业后又得不到国立大学承认的学生，

，R日corderoflheGe”eralCo礴阳九ceoftheProtestant材仿吕ionarlesofChlna ，1907，Shan启bai，pP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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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督教联合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将能解决这些学生学业的继续深造的难题。

    而且建立联合大学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具有很多潜在的利益。如中国本

土教育原本就大量缺少人力资源犷如具有现代理念的各学科的教授等师资力

量，具有高等院校领导才能、管理经验的管理人才等。而基督教联合大学将大

量培养这样的人才。

    尽管一开始建立联合大学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从长远的观点来考虑，

实际上，各差会的联合办学、对原有学校的联合与合并将大大减少人力、物力

和金钱上的支出。

    如何建立基督教联合大学 因此综合以上的争论，间题已经不是“要不

要建立联合大学”，而是 “如何建立、联合大学课程设置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的问题。

    该次大会召开之时正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大规模饥荒的年份。很多亲自

去实地考察过灾情的传教士报道说，引起灾荒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各地土木

工程等技术的落后引起的。因此这种灾荒实情今后完全可以通过引进西方先进

自然科学来解决。因此有些传教士便呼吁今后的联合大学的课程设置应以自然

科学为主。’如果仅从如何迎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很实际

的也是很切实可行的。但很快这种建议就被另一位叫做何斯德的西方传教士给

否决了。他认为 在中国的基督教联合大学的课程设置应以以神学为基础的人

文学科为主，而不是以自然科学为主。2这些课程应包括基督教神学、历史学、

文学、语言学、法律学、政治经济学等。两百多年前的加尔文新教就是通过让

苏格兰的年轻人对类似这些课程的学习，向他们灌输新教的思想从而让他们的

观念很快从陈腐的天主教转向进步的新教的。历史上的基督教也是以类似的途

径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走向希腊罗马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西方法

律、逻辑学等的学习让中国人彻底改变其传统的不求精确、只求大概的重直观

形象的思维方式。在与西方的对比中让他们发现白己的民族确实还存在很多缺

点和不足之处。从而彻底放弃夜郎自大的毛病，心悦诚服地接纳基督教所给予

他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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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立联合大学有关事宜方面会上形成了3条决议。这3条决议分别是:’

    决议 1:通过差会向国内母会陈述和宣传发展在华已有的各类学校和建立

新的联合大学的机会，呼吁来自资金、人力、物力资源等各方面的支持。

    决议2:在拓展未来的基督教教育事业时，一定要避免重复建设。

    决议3:

    a.大会应委派一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在会议期间专门分析论证建立新的

联合大学的可行性、必要性。该联合大学应开设法律、医学、土木工程学、农

林业、艺术学、教育心理学、机械物理学等。

    b.该委员会一定要在大会闭幕之前，提交他们讨论研究的结果。

    联合大学的成功实例 这次大会经过正反双方的唇枪舌战后，实现 “基督

教联合大学”的现实意义便凸现出来。会议之后，教育领域的传教士们便投入

到真正的大学联合的实践中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10年美国南北长老

会合办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公信

会和加拿大联合会共同创办了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同年，美国圣公会、复初会、

雅礼会与英国伦敦会、循道会联合创办了武昌华中大学，其构成则为长沙原雅

礼大学、岳州湖滨书院、武昌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和汉口博学书院的合并;19n

年，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联合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其构

成为南京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的合并，而宏育书院则为1907年时基督书院和

益智书院的合并所致;19巧年英国伦敦会和美国浸礼会、监理会、美以美会、

圣公会、长老会、复初会、基督会和美国司密斯女子学院协会联办南京金陵女

子文理学院;1916年，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基金委员会联合创办了广州岭南大

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妇女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

以及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普林斯顿财团、纽约信托部、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创办

了北京的燕京大学，其构成为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神

学院、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此外，还有1917年山东齐鲁大学、福建协和

大学等。2

    总之，这一时期，不少中学升格为大学，原有的大学也加紧扩展，教会大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1907,Sha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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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经过不断发展兼并到20世纪20年代，

全国共有教会大学14所，学生人数2千多人。这些大学在不断的探索中，逐

步实现了向正规化、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转变，从现代教育办学模式上大大地影

响了中国当时的国立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教会大学

的毕业生很多进入到中国的政府部门、工商业、文教事业等社会关键性岗位工

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起决定性影响。‘

，姚民权、罗伟虹 《中国纂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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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督教的 “本色化”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民国的建立、五四新文

化运动前后启蒙话语与科学实证思潮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输入、民族意识的彻底

觉醒和反帝国主义运动水平的跃升，知识阶层的反宗教运动使得基督教在这一

时期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受西方势力控制的“洋教”，因此，基督教在中国面临

着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冲突在20年代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达到高潮，由

此引起中国教会及其信徒的反思和觉醒，唤醒了中国基督教徒改变教会、创新

自立的意识。1922年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全国性大会揭开了中国教会“本色化”

运动的序幕。2

第一节 自立教会运动的历史回顾

    1922年五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诚静怡、赵紫哀等

人通过并发表了《教会的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教会将由中国人 “自养、自

治、自传”的“三自”原则:“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

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

到自治的正鹊;更有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

自传的目的。”“这次基督教大会上明确确立“三自”原则和提出“本色教会”

这个概念。

    “三自”原则实际上与本色化运动有着本质上的联系，二者有相互包涵的

关系。“三自”的成分里自然有教会的中国“本色化”，同样，“本色化”了的

中国教会自然也包括 “三自”内容。二者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争取基督

教中国化的两股重要力量 。

    因此，在谈到基督教的本色化过程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基督

教自立运动的历史，通过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下一节“基督教的本色化”内容。

孙尚扬、《圣俗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灭.
卓新平、《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q_新平、《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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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思想的萌芽 自主自办教会，主要指在组织上脱离西方差会的控制，

在经济上不接受差会的财政援助，由中国教牧人员独立自主创办的教会。它的

发展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实际上，从1807年基督教来华之初，这种自立的实践就已经在无意识中

开始了。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如何使中国人认同接受它，是一部

分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希望解决的问题。马礼逊挑选、墙植梁发，文惠廉收留

提携黄光彩，都是对这种努力的尝试。

    真正接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自主自办精神，在 19世纪中叶开始

出现。

    1872年广州的陈梦南在一些广州信徒和海外粤籍侨民帮助下租屋设教

堂。第二年他又创办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定先前的教堂为华人宣道堂。

这个广肇宣道会全由华人自立自理，后来发展到40余所教堂。’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有位原浸信会的黄益山，后因经商经营有方，后在上

海城厢老西门购买房屋，专立一福音堂，与原先他受洗的浸会堂没任何关系，

这可能是上海最早的不受外国差会管辖的教堂。

    山东长老会登州文会馆首届学生邹立文毕业以后邀约同学40多人创办山

东酬恩布道会 (后演变为山东基督教自立会)，宣布脱离美北长老会。酬恩布

道会后来还出了有名的布道家丁立美和王宣沈。，

    这些人在中国基督徒自主办教的道路上或大或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

的来说，这些自立教会处于自发状态，规模太小，影响不大，难以形成气候。

    20世纪初期的自立教会 20世纪初，义和团起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辛

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一些爱国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刺

激，不少原属外国差会系统的教会宣布自立自养，自立教会几乎同时在华南、

华东及京津等各地区产生，自立运动开始得到迅猛发展。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的基督徒在义和团起义中被杀近百人，财产

受损严重，民众的排外和反教使中国信徒受到巨大震撼。因此，19世纪末20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I .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
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62



世纪初，山东的自立教会开始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青岛长老会信徒刘寿山

等人于 1901年组织的自立会，在他们的倡导下，1913年，青岛、济南、烟

台、潍坊等地代表齐集济南开会，决议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该地自立

教会呈现一定规模。

    1910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琴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

教会，成立 “中国基督教会”，发展信徒六百多人。这与天津长老会信徒仲子

凤成立的自立会、伦敦会信徒张子庭倡议成立的“自立会福音堂”构成了当时

华北的自立会系统。‘

    1903年上海高风池、谢洪妾、宋耀如和俞国祯等13位基督徒发起成立“中

国基督徒会”，1906年俞国祯又独树自立旗帜，创立“耶稣教自立会”，设办

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z到1910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

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

和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涨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

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1920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

时报告有八十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1921年增至 150余处，1922

年增至 180多处，1923年增至280处，1924年增至330多处，在这四五

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从此可见。

    这一时期自立教会之所以纷纷出现，除了社会环境外，亦与基督教内人才

和经济条件相对成熟有关。基督教进入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已出现了一批中国

的领袖人才。足以领导这些各地的自立会。教会自立的基础是自养，否则，自

立是一句空话。当时中国社会的民族工业已有所发展，基督教内一批爱国的实

业家和商人成为教会自养的中坚。

    如青岛自立会创办人刘寿山本人就是一个实业家，在创办自立会时出巨资

帮助教会。礴还有另一位王元德长老，曾在华北创办公司、汽车商行等事业，经

，姚民权、罗伟虹 《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柴连复:《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华纂督教年会》第十一期，1931年版，第93页。
j参阅《年鉴》1928年，第10期，第三部分教会内种种新运动和各地基督徒的宣言，第22.67
潘、曹圣洁 《中国基督教徒的自立运动》一文中，大革命时期爱国信徒收回教权运动部分，见
选》第129-132页。

沈以

三白文之
刘滋堂:《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6),第24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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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给教会以大量支持。自立教会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

市，一方面这些地区教会领袖和信徒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有较可靠的

经济来源。南方香港、广东和福建等地的自立会大多依靠华侨支持，经济上不

成问题。’

    革命高潮时期的自立教会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反帝斗争日益高涨，不

少爱国信徒投入运动，尤其时1925年五姗惨案后，非基运动的大方向从批判

基督教转向批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侵略中国，使中国基督教的许多团体

和教徒逐渐提高了爱国觉悟，认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他们纷纷表示要与

帝国主义划清界限，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各地教会纷纷发表宣

言，提出反帝、废约，收回教权，脱离差会，成立自立教会等要求。

    开封内地会全体信徒表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

徒争人格”而宣告独立。温州圣道会信徒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同胞

争口气”，五批惨案后，广东教徒群情激愤，要求 “与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英

国差会脱离”。温州地区除原有的耶稣会自立处外，又有四十个教堂宣布脱离

英教士的管辖。上海内地会愤而脱离内地会，成立“上海基督徒新团契，’o1926

年国民革命进入高潮，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外国传教士纷纷逃离，教会自立运

动更加发展。一时教会自立浪潮遍及全国，大革命时期全国出现的自立教会达

600多处。2

    这一时期的自立运动的最大特点是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中的

保教条款结合在一起。不可否认，“非基运动”对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揭露和

批判使中国基督教徒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20年代以来帝国主

义变木加厉地侵略中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流血惨案，也使富有正义感的爱国

教徒与全国人民一起而反对。长沙的爱国教徒表示:“我们根本反对租界、领

事裁判权、海关权、铁路权、内河外舰和其它丧权辱国的权利操纵在外人手里”，

武汉的基督教徒说:“我们赞成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宣扬。”

，分别参见庞了贤《自立教会调查录》，刘滋堂《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一文中大革命时期爱国信徒收回教权运动部分，见《三自文选，.
2沈以藩、曹圣洁《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社会科学，j981年第3期

                                                            64

见《年鉴》1934一1936年，第

第58页。



1925年基督教徒知名人士王治心等发起废约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

等条约促进会”，广州还召开了“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要求教会

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脱离关系，并联合各界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基督教自立运动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顺应了历史发展，达到了高潮。但

也必须看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动自立教会运动发展的主要是一股政治

热情，反帝决心，或是寻求国人的认同，保护教会生存的举措。教会自身在组

织上、经济上准备不足。自立运动活跃的地方，也是革命的中心区域，大多数

自立教会的成立是受了革命潮流的影响。因此，当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

革命转向低潮，自立运动便销声匿迹。

    由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没有改变，受时代局限和中国教会自身条件

限制，20年代掀起的教会自立运动在经过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发展之后，便遭到

重创。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依然被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所控制。

第二节 “本色化教会”的提出及初步实践

    “本色化教会”的提出 1922年3月份爆发的“非基运动”，揭露和批判

了教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本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洋教”。中国基督教徒也

深感 “在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其所属教会 “无论是从组织

形式，还是礼拜仪式上看都还是一个外国宗教，还是一个外国机构。”’因此，

不少中国教徒认为有必要“从速谋中国教会之自养、自传”，从而 “使基督教

的思想、制度、组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神不相背驰，并使基督教作促进中国

自觉对于世界有一种使命的工具。”2西国传教士为了摆脱“洋教”的丑号，有

必要徐上一层 “本色”，让中国人出面，“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

色彩。”“教会中的中国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信徒都认识到，基督教

信仰对中国人而言不能是“拾西人的遗唾”，而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

使中国基督教 “本色化”，“成为一株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植物”，即真正

，宝玉林:《中国教会的变化》，(1926年中国基督教年鉴》，第132页。
z张钦士:《国内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第453页.
3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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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色”的中国教会。

    1922年五月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这次会议上通过成立“中华全

国基督教协进会”，由余日章和诚静怡分别任会长及总千事。该次会议选举诚

静怡发表了著名的《教会宣言》，《教会宣言》中指出，“中国的历史，国人的

特性，教务的性质，经验的指示，以及国内种种迅速的变迁，莫不要求一个中

国本色的基督教会。像得宣传中国本色的基督教。”“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

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

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

本色的教会。”’诚静怡对本色教会有过精辟的论述，他的言论至今还不断被引

用，他说:“当今举国皆闻的 ‘本色教会’四字，也是协进会所提。一方面求

使中国信徒担负中国责任，即实行教会自立自养自传，无论在行政上经济上教

牧上，都以中国信徒为主体，外国传教士退于次要地位。第二个任务就是发扬

东方固有的文明，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使基督教尽可能去掉洋教的色彩，被

中国民众所认可。”2

    “本色化”与“三自”内涵的比较 从以上大会中国教会领袖对“本色化”

的阐述可以看出，“本色化”与 “三自”的概念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自立

运动是侧重于从组织上经济上脱离西方差会的管辖，由中国基督徒独立办教

会，那么本色运动并不强调脱离差会领导，而是主张在神学思想上去除西方文

化色彩，使基督教的教义、礼仪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自立运动与本色教

会运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相比而言，自立运动与社会政治结合得较紧密，其

涨落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形势结合紧密，而本色化则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发

生更多关系，是一个逐步推进、不断探索的过程。

    “本色化"的概念 有些西方学者把“本土化，，(Inculturation)当作“文

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同义词来使用。例如，西尼尔(D.Senior)研究

了圣经中的文化适应过程。他说:“神有待于人们去认识，有待于人们把他当

作救世主来崇拜;只有在救赎他的子民的过程中，神显示自身为创造者，或者

，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2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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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更好地说，显示自身为他的赤贫的子民的再造者。作为救世主的神通过人起

作用，通过以色列人的存在细节来显示。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 ‘文化适应’。

这个过程由三个重要阶段组成:暴力阶段、本色化阶段、挑战阶段。”’

    一般认为。“本土化”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环境中的“文化适

应”。2“文化环境”和“文化适应”是文化环境学的核心概念。关于近现代文

化研究的四种方法和四种理论倾向，即文化进化论、文化功能论、文化史学、

文化环境学， “本上化”概念的要义在于文化间的积极综合或整合，而非某

种单向的消极适应。在基督教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中，如果把本土化等同于文化

适应，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把基督教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简单化为基督教对其文

化环境的单向适应。我们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是一个辨证发展的历史过程。

  “基督教的本土化”这个短语所指的就是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综合的整个过程，

而非其中的某一阶段。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或地区，与各种本土文化发生冲

突与整合，由此基督教的信仰显示为激励、引导、改造这种文化的动力。并在

这个过程中改造自身。基督教的发展史己经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本土化是一

种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的学者中，对 “本色化”也有着相同的定义。“本色化”

  (Indigenization，又译“本土化，，)作为描述文化发展的概念，其含义基本如

有论者所说，“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当甲文化传至乙文化中时，甲文化在乙

文化中找到落脚点和生根点，且甲文化之某些符号意义如何为乙文化所接受，

同时在乙文化中生根发展，甚至于开花结果，其整体之过程及其中所遭遇之问

题，我们皆可称之为为本色化。”“就基督教而言，王治心牧师认为:“所谓本色

教会者，即富有中国文化的素质而适合于中国民族精神和心理的教会也。”月

    中国基督教领袖的本色化思考 林志平在他的《理念与符号》中说，“清

末教案顿生，中国官绅士民反的究竟是什么，是 ‘基督教’本身，还是籍 ‘基

，Senior,[).& Seth Imuel Ier,C,l 983,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Mission,NewYork(西尼尔:《传教的依据&)
第50页

- Caplan, L ,Cadtrual Studies, I972,NewYork.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0,第107页.
鸽}治心:《本色教会与本色著作》，载张西平、4心平编《本色之探- 20世纪中国基督教义化学术论
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5页。

                                                                67



督教’之名宣泄心头积压的民族意识?·一 所以他们尽管与 ‘基督教’吵架，

尽管痛责 ‘基督教’，却与 ‘基督教’从未真正碰过面，亦即 ‘此基督教’非

  ‘彼基督教’也。”‘所谓吵架一百八十年，却从未晤面。

    林志平的话一针见血地道出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失败:基督教传入中国一百

多年来，仍保留着浓郁的西方文化色彩，传教士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中

国文化不认识、不接触、甚至以基督教来排斥中国文化，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有很大隔阂，不为中国人所接受。王治心说，“基督教到现在还是穿着一身洋

装，在中国的领土上做客。”2可见洗刷“西洋”教会的色彩，建立本色化教会

的当务之极。

    当时的中国教会领袖中，赵紫哀、诚静怡、王治心、吴雷川等人是对“本

色化”思考较多的人。在教会“本色化”的过程中，赵紫衰强调要立足于中国

文化土壤，认为应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来接受福音。他说:“一个本色化的教会

把基督教和中国古代文明所包含的一切真理保存和统一起来，并因此而得以展

示和表达中国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经验。而且是用本国的方式，是他们感到自然

的事。”“赵紫哀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为本色教会所

构画的前景是这样的:“本色的教会要把基督教和中国古文化所孕育的一切真

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中国的国土国风。”月

    王治心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本色教会者，就是改造西洋化

的教会成功适合中华民族性的中国教会;这种改造，并不是动摇基督教的真理，

不过使中国古文化与基督教的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适

合乎中国民情，而不致发生什么隔阂。”5

    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实践 这次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

国基督教协进会”，由余日章和诚静怡分别担任会长及总千事。两位都是国内

外知名度很高的基督教人士。由余日章和诚静怡领导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

，林志平

第180乡乏。

2_}寸治心:

3赵紫哀:
浦赵紫哀:
5千治心:

《理念与符号一墓督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文集》，宇宙光出版社，中华民国七}七年版.

《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第七十九册，
《基督教哲学》第286一287页.
《本色教会的商榷》，《青年进步》第七十三册，1924
《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第七一十九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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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该组织不是一个传教团体，它主要使美国在华基督教差会的所谓协调机

构。‘它旨在更有力地推行本色教会运动，它“是为在华基督教势力设置的一个

咨询和协调机构，其任务是消除壁垒，造成一个更深的团契精神，它是作为一

个中央咨询局和一个新主意的交换场所，发起进一步研究，推进本色教会的成

长，并作为发表团体意见的一个场所。”该组织于二三十年代在本色教会方面

确实作过一些成绩，如发动过“基督教家庭运动”，鼓励教会研究和关注经济

问题和农村的需要;1929年又在全国发动“五年奋进运动”。基督教把“本色

教会运动”的重点放在农村，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专门设置了一个

  “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又与南京金陵大学联

名召开了所谓“农村工作会议”;1930年该会又选择江苏省淳化县进行农村试

验试点。2

    但是，虽然协进会把推进本色教会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且它的会长和总

干事都是中国人，但它仍摆脱不了被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控制的局面，实际上它

还是各国差会在华的一个联合机构。在外国传教士的控制下，该组织离本色教

会还有很远的距离。该次会议上，诚静宜指出，“实验比研究更为紧要”，3当然

试验不可能一举成功，必须一点一滴去做，日积月累，逐渐推进。

    就 “本色化”的内容而言，一般来说，在描述一种宗教适应所传播地区的

发展脉络时，可能有四种本色化方向:1，有形的土著化，指教堂建筑、服装

仪式、诗歌等的民俗化;2，思想的根植化，试图以传统儒道墨等思想来辩明

基督教等;3，社会政治的关怀与参与，以行动表明对不当之社会秩序或邪恶

势力的抗争;4，神学的本土化，即结合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建立独特的神

学概念或方法。‘那么二三十年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成果主要是实现了

第一种，后面三种一直是在探索之中。

    如前所述，本色教会运动最大的难处是如何把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起来。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被中国人所认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

;R-KM: Vi馨 1!alldr"t}P PU, 1:fiA}1Ll}C t, 1980器 M 322 )q1=IJ,rc!g: Q9 k-F!-;i}4t f'4 1. .L.fiI}Ct}l :l:, 198044, M 322 Ro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第
呜参见林本炫著 《台湾的政教冲突》，台北 稻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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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文化既有外在的形式更有内在的精神。相形之下，形式上的变化和融合

  更容易些，比如:仪式上，王治心等人组成的上海基督教徒新团体对礼拜式作

  了许多改革，他们把圣坛设在堂的正中，圣坛前置铜炉，点沉香，礼拜时香烟

袅袅，’旁边设讲坛，讲道者身穿玄色圣衣，圆领对襟，一身中式打扮;建筑上，

南京下关圣公会的礼拜堂和校舍仿照我国寺殿式建筑风格建成，与环境相协

调;绘画方面，南京的一些基督教徒用国画风格画出基督的故事的美术作品;

z在赞美诗的编辑方面，赵紫袁曾亲自撰写歌词，出版了一本中国教会赞美诗的

小册子。1927年上海成立了一个“基督徒新团契”，为了创造本色教会的模式，

以民族风格谱写了50多首新诗，并用民族乐器笙、笛、琵琶、伴奏，信徒边

唱边叩节拍，一付十分自得的样子。还由六个教会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圣歌编

辑委员会编辑完成赞美诗 《普天赞颂》;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祭祖礼仪，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象某些传教士所

批评的是偶像崇拜，不许信徒祭祖，必然会使基督教脱离中国文化和绝大多数

中国人。于是，诚静怡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指定时期，全体教友同往墓

地，举行纪念礼拜。他认为这样既不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又适合中国人心理，

是基督教本色化的一种表现。”

    至于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相结合，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工作。

王治心认为，对基督教形式上的改造，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于1924年成立的“本色教会常备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本色

化的若千研究课题。

    这一时期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如赵紫哀、吴雷川等致力于把基督教教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实践。其中吴雷川于30年代前开始探索用中国传

统文化即其固有语汇向国人表达基督教教义和神学，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

西方式基督教进行了反省和批判，致力于沟通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探讨基督教扎根中国社会，挽救国家命运和改革社会的途径。他对这一方面的

姚民权、罗伟虹 《中国基督教简史》，
梁家麟

姚民权、

《中C*7教会史讲义》.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天道出版社。又见httpWwwwzschurch.com
罗伟虹 《中国基告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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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主要集中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年)一书中。该著作是把基督教

植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信念下的产物，开启此类研究风气之先。该书受到许多

同时代基督教徒学者的高度重视‘，

    另一位中国基督教神学家、神哲学教育家、基督教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赵紫

哀先生。他长期用英文写作，其中文著作有《基督教哲学》(1926年)、《耶稣

的人生哲学》(1926年)、《基督教进解>X《神学四讲》等，另有神学论文一百

多篇及诗、词、祈祷文、赞美诗和讲道诗多篇。2

    本色化运动在30年代初以后，有所减弱，其原因是复杂的。民族主义运

动的削弱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爆发是这一运动衰退的外部原因。从教会内部看，

数以千计的外国传教士的存在、大量外国差会经费的流入、庞大的教会机关和

医院以及学校的重负、教会人才不足、神学新、旧派之争和青年对宗教的冷淡

等多种因素都影响了本色化运动的命运。

    在思考中国教会至本世纪中叶未能实现 “本色化”的根本原因时，我们发

现，除人们常说的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政治原因外，从文化思想史

看，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而形成的

对中国文化的排斥，是中国基督教未能实现本色化的文化根源。那个时代来华

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在内，歧视中华民族，视中华文明为“异教文明”(pagan

civilization), s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国基督教徒在精神和思想上所受的束缚

是极为深刻的，他们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也具有一种悲壮的无力感。

                第三节 中国教会领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

    培养中国教会领袖人才的迫切性 20世纪20年代时，在中国基督徒质

和量都大为增长的同时，中国自己的神职人员队伍开始形成，尤其是1907年

以后，按立的中国神职人员逐渐增多。1906年按立的中国牧师为345人，到

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长了3倍。为培养传教人才，差会在各地开办了

卓新平
卓新平
梁家麟

《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中国墓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中国教会史讲义》天道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http://www.zschu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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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到1920年，全国有神学院13所，男子圣经学校48

  所，女子圣经学校52所。中国教会的上层领袖大部分都毕业于大学水平的神

学院校。'1907年传教士百年大荟时，经教会选派的5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

  中国人;但到了1913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时，115名代表中中国人占了1/3,

到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时，中国代表己占半数，中国教会领袖已成熟壮大起

来，成为基督教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力量。2

    但是时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1922

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时，由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领导的一场历

时6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把批判基督教的运动推向高潮。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

矢之的，受到社会的公开谴责和攻击，运动的重心在于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

教会教育，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

    基督教面临着一片风雨飘摇的局面，基督教内部需要有过硬的理论和实在

的方案来回应这些抨击。这些都将中国教会领导层的问题提高到重要的日程，

培养一批能驾驭中国当前局势，又能领导中国发展走向的优秀智慧的牧师人才

显的相当急迫。领导层的问题胜过所有组织的问题，如何选拔和培养高素质的教

会领袖人才是当时教会的当务之急。

    牧师、传教士、宣教师等这些都是一个教会实体所必要的神职成员。他们

的具体职业各有分工，共同担负着教会大量日常事务:传教;成人信徒事工、

青年事工、儿童事工等。这三种职业中，牧师是上帝的体现者和代言人，用对上

帝的蒙恩感激之情、敬畏和虔诚之心、“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和对主事业的

牺牲精神来主持教徒的宗教生活和管理教堂事务。牧师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基督

教徒，因此在信徒的眼里，牧师的职业是很高尚和圣洁的，是上帝的使者和代

言人。在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与会会员具体展开对牧师这个神职人员

的讨论。

    但在旧中国，中国牧师的情祝很不景气，其原因在于一些很具体很细致的

1《中华归主》C I_>第90灭转引姚民权、
第89页。

罗伟虹:《中国茶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衬，2000年版

梁家麟:《中国教会史讲义》，天道Ji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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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教会经济的拮据，教会能给予中国牧师的报酬和待遇太低，不能满足他

们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问题、父母的赌养问题、以及生老病死

和红白喜事的费用问题。差会不能解决牧师的这些后顾之忧。提升又有困难，

这对热衷于追求进官加爵和光宗翅祖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很消极的影响。

加上在教务事业上时常受到西方差会的挟制压迫，还得忍受来自传教士个人的

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甚至还有民族自尊的伤害。总之，中国牧师无论在物质上

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困扰。

      19世纪的教堂牧师一般对其素质的要求不高，因而对牧师人选的任命具

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由当地传教士任命。而到了二十世纪，随着在华基督教

会质和量的蓬勃发展，对牧师的素质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牧师的任命也与以

前有所不同。一般多经大会或传教士团体来任命按立，而不是凭由个人任免。

有些地区是由主教来确立;有些地区当地堂会具有很大独立性，可以自主确立

自己的牧师，不过这个牧师得对当地堂会负责;有些地方教会没有传教士，则

牧师全权掌管当地教会，当有一名传教士时，则由牧师作助手，总之各个教区

各个教会有它具体的政策，因地而制宜。

    牧师的基本素质要求 1907年和1922年大会上，传教士和部分中国参

会人员都对有关牧师的基本素质、工作能力和牧师品格方面作了细致的讨论。

其中谢卫楼《中国牧师》认为一个牧师应具有如下素质:

    一位有生气有活力的牧师必须是一位积极要求进步，永远虚心学习，处

于不断发展状态的牧师。对 《圣经》的学习，对有关基督教所有相关知识的

学习，牧师对神学知识的学习，应仅仅抓住以经典为蓝本，(((圣经》展示了神

的启示和上帝的真迹)，以避免教条主义，避免把学生引到错误的路途。而且还

要注意神学的新发展;对人类文明所有知识 (包括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热

爱和追求。牧师负责教徒的宗教生活，他应该具备一个老师的“传道，受业，

解惑”的能力，帮助教区居民解决各类个人生活问题，如帮助写信、帮助处理

街坊邻里的争吵、帮助解决人们精神上的困惑和疑问、提供生意上的、工作上

等建议、多了解一些司法知识以帮助其教区居民打官司。



      帮助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因此牧师应具有极大的智慧与丰富渊博的精神

世界，同时因为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必须还得谦逊有礼，时时保持高昂的热情

和斗志。他必须具备极大的人格魅力和爱心，赢得人们的尊敬、爱戴和信任。

      因此新时期的牧师候选人应该接受完整的大学综合教育，综合大学教育能

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熏陶和接受发展的锻炼与挑战，(更完备的知识结构，包

括世俗方面的智力、思维方式的训练;健康的为基督、为人类的人格品德的培

训)。比如通过对生光化电知识的学习，让牧师增加对自然宇宙的认识的同时，

感叹上帝这个造物主的伟大和神奇，从而更加深对上帝的崇拜和信仰;通过对

西方伦理学、基督宗教的历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学习更加大了作为一个牧

师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在信徒看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以致于能与中国其

它世俗知识分子阶层进行同等的接触和对话，减少二者间的隔阂，加深相互的

了解。否则，没有大学综合教育作基础的牧师人才将是非常薄弱和不堪一击的。

    在接受对西方文化陶冶的同时，有几千年的中国儒家文化的知识体系在对

中国牧师的培养中同样也不能丢掉。毕竟牧师是在中华民族的土壤里工作，在

中国，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是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精髓的体现，是中国民族

精神的代表和象征，因此要想收复和影响中国人的信仰，当然得知己也得要知

彼，熟悉非基督徒的大文化背景，掌握其精神架构，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情感

趋向，这是做好一个牧师本质工作的基本需要。而且读好中国文化，也是培养

牧师候选人汉语的听、读、写、说的能力，尤其是公开演讲的能力，这是一个优

秀的牧师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当然英语也可作为其教学的重要辅助语言，

作为新中国的优秀牧师，掌握一门国际语言以拓宽牧师的视野和能力是很有必

要的，这为其日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好准备。

    具备了以上良好的基本素质后，只是成功一个牧师的一半，那么成就成功

牧师另一半的需要是:

    牧师良好的品格塑造 牧师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不但要处理日常的教务事

工，还得潜心钻研宗教学问、进行哲学思考;关心信徒的精神属灵生活、解答

信徒心头疑惑;此外还有人际关系的拿捏;心思意念、世俗诱惑的考验;体力



耐力的挑战。这些都需要一个牧师自身具备坚毅刚强的意志和品格来迎接来自

各方面的挑战。

    其次，牧师的职责是培养人们的精神属灵生活，因此牧师要有基督般公平、

伟大无私、纯洁的胸怀和包容精神;对邻里、朋友、亲人充满爱心和对社会、

对整个人类充满奉献精神;用基督的“爱人如己”的伟大救助精神和品格影响

和感染其他教徒和非教徒，成为教会生活的中心和精神归属，以至对周围社会

逐渐产生辐射影响。牧师还得关注社会众生的疾苦，消除人类的邪恶和丑陋的东

西，让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幸福。除此之外，牧师还得时常保持与时局的联系和

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关注。而不是像过去教会那样，只是把市民引入教会当作是

其任务的完成，过分的强调吸收信徒而没有对其进行基督徒品格的改造，结果

是信徒被领进了门不久将远离教会或者精神上远离教会。基督徒品格的培养比

任何动听的词汇更有持久力。

      牧师人才的选拔 对于如何选拔合格牧师人才及对其进行培养也是这两

次大会的重点，同样以谢卫楼的发言作为代表:

    牧师的本职工作不仅是做好他自己这一代牧师的教务工作，而且还要做好

下一代牧师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考虑如何使牧师的工作做的更深入和更全

面。做好基督徒父母的工作是很关键的因素。一个家庭父母的精神思想特别能

影响孩子未来生活信仰的走向，尤其在孩子还未到成熟理智的年龄。父母的家庭

宗教生活更能熏陶孩子的信仰。更值得提到的一点是:父母世俗生活的思想言

行一不小心也会致使下一代对基督教产生失望和抗拒的心理。

    至于牧师人才的选拔，在先前时代，牧师主要是从当地堂会中最活跃、最

有感召力的成员中挑选，他们多是工商业者的身份，无须一定具备很高的文化素

养，只要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感召力就足够了。但随着基督教教育的提高，随着

与西方社会接触的增多，随着对中国牧师要求的越来越高，牧师职业的越来越专

业化，牧师人选一般得从学校中受到正规基督教教育的学生中诞生。教会总是

看好那种既能宣教又能从事教育的人才，有一种中学专门吸收十四岁以上的孩

子，这些孩子一般都是被发现有足够的潜力且被保证能进一步深造完成其学业



的学生，他们将被当作未来的教会人才重点培养。这些学生将接受4年的神学

教育。’这是20世纪初中国选拔牧师人才的最好的办法。所有牧师人选应当通

过使自己与优秀牧师一起工作，学习他们宣教、布道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热情，

从而获得工作经验。

，第五章有关'i I文均;{{G China Centenarv Missionary Conjerence,held at Shanghai,April 26 to May
8.1907.P59-99

                                                                76



第六章 基督教在华的社会服务工作

    1922年上海基督教全国大会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批判基督

教运动推向高潮，掀起了一场历时6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与19世纪的众多旧

式士大夫单纯的排教风潮相比，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非基运动中走在前沿的

众多知识分子，是代表着出自国内外新式学校的另一辈新式人物。他们承袭了

上一世纪反教者内心深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但所使用的反教理念和

思想武器，已不再是传统的夏夷之别和人禽之辨。在民族主义的内核之外，包

裹着来自西方的思想和理念，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和理性主义、实

验主义都成为批判宗教的有力的工具。尽管规模浩大，但反教者们尽量保持了

克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在非基运动中虽有教堂被攻击、骚扰的现象发

生，但就程度而言绝非庚子事变所能比拟。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矢之的，受到

社会的公开谴责和攻击，运动的重心在于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教会教育，收

回教会学校教育权，基督教被一致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些指控

在当时中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荡和回响。它们都不是纯粹的学理问题。基督

徒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一直在努力以行动来答辩此等攻击和挑战。

    基督徒到底如何回应国人的挑战呢?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挑战，使基督徒产

生两个自省式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是什么?”(What doe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mean?)、第二是 “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

能?，，(What is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life of

China?)这两个问题.’其中第二个方面“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

角色与功能?’’这个问题，可以再细分为以下两方面，以待基督徒作答:

    一、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到底是否人民的鸦片，使他们只顾来生、

不顾现世呢”基督教的现世意义何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何贡献?

    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

方面，都陷入绝望的困局中;中国人急于要的是国家的重建，及自强自救。在

'H. G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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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方向之内，基督教有没有存在的地位，所占的角色又为何呢?

    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与中国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基督教所面临的新的问

题。在这之前，基督教主要关心的是福音在华的传播、传教士在中西文化沟通

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也就是说，以前基督教只是关心基督教本身及西方文化

问题。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非基运动而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族意识的

觉醒，基督教不得不考虑新的问题，即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基督教会

与中国国家的关系，这便必然涉及到基督教如何参与中国的社会事务:与中国

的农村服务事业、与中国的工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等。

第一节 中国教会的职业培训

    以宗教灵修生活为主导 “职业培训”属于世俗性事业，但中国基督教

会的“职业培训”必须被框在以宗教灵修生活为指导的基础上，它受基督教教

旨的支配，一切事物都得接受基督教精神的统领，职业培训将附在教会教育里，

所以中国教会的职业培训仍属于教会事工的性质。具体说来，基督教人员在从

事职业培训过程中必须不能失去其宗教本质，那么这宗教本质是通过细节的宗

教生活体现出来:向教徒宣传上帝和基督的存在、“三位一体”的意义、原罪

与救赎论等这些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问题。保证信徒每天过宗教生活:每周一次

的礼拜活动、时常向上帝祈祷、领圣餐。平日可参加主日学校，读经班等。

    除了这些基本的宗教生活以外，教会还得开设诸如幼稚园、免费学校、低

年级的圣经班，英语或商业班的学习等;经营电影、图书馆、俱乐部、娱乐业、

义务活动等事业。这些机构的宗旨是:基督教会在社区设计丰富大量的宗教活

动和宗教节目，让基督教文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进中国的大小城市和农

村，让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无处不在，最终能使中华大地普遍福音化。这些基督

教节目既能以其西洋特色吸引中国民众，同时又能结合中国文化内涵。

    还有，中国教会任何时候都不得放弃基督教家庭这一块阵营，中国家庭是

实现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可忽视。本次全国大会的中国会员、先

进知识分子诚静怡于会后领导“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 “基督化家庭运



动”，取得很好的成果。只有整个家庭溶入基督教，才有可能使整个中国基督

化。只有使一对父母成为坚定的基督教分子，这样才能保证其孩子对上帝的绝

对信仰。只有使家庭基督化了，才有可能更有效果去影响和拉动周围的人。这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传教方式，比传教士直接的宣教更有效率，让中国人去影响

说服中国人。因此教会应多组织能激发家庭参加的宗教活动。

    基督教小组也是一种较好的实现宗教生活的基层组织。它被视为为达到教

会社区化的一个途径。该组织能刺激小组的基督教生活，它能带动新入者对基

督教产生兴趣和热情。这种基层组织最能锻炼培养为社会服务的教会领导者，

同时也是为中国教会储备人才的基地。

    不过，如何更好地向民众宣教仍是一个即过时又新鲜的话题，因此福音传

教士的工作不能忽视。在以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福音传教士的宣教方式应更

加具有灵活机动性、使用多渠道相结合的福音传教。好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视野

是非常必要的:如搭建流动帐篷以宣道的方式被充分利用。如 “学生传道团”

就采用过这种方式。它不仅对学生且对公众产生强列的影响，一个随意搭建起

来的帐篷，一些坐位，小册子和灯光便能使传教工作展开了。越是灵活机动的、

随意的东西留给人们的影响越是深刻。这种方式也为中国教会的职业培训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维。

    职业培训 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侵入，中国原有的小农经济破产，中国

农民面临着严重的失去土地资源的景况;同时西方先进的工业大大冲击着中国

原有的手工业致使很多工人、个体手工业者失业;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出现新

的危机。但同时，中国的经济形势趋向多样化:机械工业、小工业、手工业、

各种商业、服务业的出现。这多种的经济形势将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门路

和新的谋生方式。因此如何救大量失业人群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原本是中国政

府职责之内的事，但由于教会属于济世救贫的实体，在中国它曾办了大量慈善

机构。因此为当时中国的大量失业人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责任便自然也分到

了中国教会的头上。

    而且一直以来，中国教会多依赖国外差会提供资金来源，“自养问题”一



直是现在和将来中国教会所追求的目标。“如何富裕中国人的生活?”这将也

是实现自养的根本途径，直接为西方差会缓解经济压力。而自养的途径并不是

使有钱的人入教会，这不是解决百养问题的根本途径。如何使所有的成员都能

捐助教会，这才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如何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经济能力做

这项投入便是这一节“中国教会的职业培训”的内容。

    职业培训在英语中有 “vocational training'，和 “professional

training”这两种，前者主要是指对工业、农业、商业这些能赚钱行业的培训，

后者是专指对各行业领导者的培训。而“occupational training”便是包括

以上两种的培训。因此教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宗教知识、自然科学，还得

包括培养学生的职业谋生能力。这一方面为他们自己的生计着想，同时又能在

维持家人的生计之余还能为教会的发展捐献钱物，以支持中国教会的自养事

业。而且潜移默化中，教会可以通过此改变国人对基督教的印象。

    教会职业培训当指 “occupational training " ,  " occupational

training”具体应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国差会的行业。这不仅指培养人们从事工业、农业、

商业等各行各业的职业，甚至是医务、法律、公共社会服务等事业，总之是独

立的不依赖于教会的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业。

    依靠教会支付薪水的职业，如宣教师、福音传教士、牧师或教会医院的医

生、护士等医务人员。这主要是指上面第二种的职业培训，专指培训教会界的

领导者。这些职业不能为教会谋利润，它是教会自身内部教务事业发展的必要。

当然前者对工、农、商业的培训则主要是由公共职业培训学校来承担，教会在

这其中起着引导、鼓动和启发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教会对职业培训的事业

应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上。如前所述:教会学校的课程仍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而不是以职业培训为中心。但这又并不妨碍教会学校对实践课程的开设。这种

实践课程的开设要能保证学生在离开学校走进社会之前能根据个人的特长或

爱好来确定自己应接受哪一种职业的培训。这种培训或者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

始末，要么被集中在最后一年、主修课完成之后。



    那么如何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呢?这在学生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安排。

女口:

    初等教育:在民国初年，教会学校中约有95%的学生在接受初等学校教育，

只有5%的学生能接受高等教育 。也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学生中大多数只能接

受3一4年的学校教育，针对这种情祝，一些职业教育就应该很早就得进行。

这些职业培训以语文、数字计算为主要必修课。但更注重于手工劳动的培训，

如:园艺业、手工刺绣等。这些手工操作应以学生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如组织

他们到当地丰工工厂、农田地去参观实习。培养他们爱劳动、勤动手、动脑的

好习惯。

    中学教育:中等教育学校更应强调其职业教育，在不忽视对学生进行基督

教品格和基督教教育的同时，要格外重视中等学校学生的职业培训。因为基督

教很大程度上依赖的不是初等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而是中等教育。因为初

等教育者不能胜任领导者的工作，而大学生毕业后大多又加入“Professional

training”的行列，所以基督教事业的骨干便是来自于中等教育学校。

    对中学的男生进行工商业方面的培训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种课程应与当

地城市的业务发展需要相适应，如上海与内地所给予学生的这种职业培训应是

不一样的。城市学校应提供学生工业方面的知识，农村学校应提供学生农业方

面的知识。且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多轻视农业与一般工业。因此教会要帮助学生

改变这种思想观念，以备将来为教会的社会服务事业作准备。

    民国时期，很多教会职业能为男同志同时也为女同志准备职业的培训。男

孩子在走进学校的时候还不能为他确定职业，但女学生就不同了，任何时候除

了有特殊才能的女生可以考虑培养其担任教务职能外，大多数女生所接受的无

一例外的都是如何影响其家庭职员，增进家庭的基督教气氛内容的培训，用其

所学的基督教知识循循善诱他的丈夫和他的孩子。

    大学教育:更高层的教会领导者须要在基督教大学或神学院接受教育，基

督教教会很需要这种领袖人才，特别是对于正在起步自立的中国教会来说。不

过这种领袖人才应是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这应从以



下三个方面去培养:

      1.培养中国教会的宣教师、福音传教士和牧师。着重培养他们的领导组

织能力、实践工作能力。具体包括宣道演讲、社区大型宗教活动的组织设计、

具体教务事业的策划、工农商等世俗事物的指导以及培养神学理论研究方面的

人才:如神学教义的创新发展、基督教对中国区域未来事业拓展的展望、整体

发展规划的研究、对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处理中国教会事务的具体原则。按

这种方式培养的人才应是科学型的而不是技术性的。

    2、培养中国教会的教育人才。虽然基督教一直重视基督教教育，但以前

多是纯粹西方差会办的学校教育，套用的也是西方教育模式。而当前所需要的

是着重培养属于中国教会的教育人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中国具体实情

的教育。

    这类教会学校职业培训科目应根据各地具体条件和情势来设置，教学应采

取中国学生能接受的方式。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很多地方的大学、中学职业

教育里，教学语言采用的是与其它科目相同的语言:英语。这首先就给人一种

错觉，认为这是纯西方式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职业培训是实用型学科，注重实

效。培训的学生将来工作服务的地点在中国，除了一部分在洋行工作的职业外，

用英语教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一点是教会职业培训须改进的地方。用汉语

教学是今后职业培训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如用乡村当地方言教学更实际。这

给学生毕业离校后从事传教士工作打下基础。所以用乡村语言教学确实有一定

的职业价值。

    总之，教会学校的职业培训决不能套用西方模式，而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精

神、体现中国思想和特点，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职业需要。这样才确实能

为中国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解救一部分失业人群的生计问题。

第二节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

    基督教的原则是拯救人类，从长远的角度看是要彻底消灭人类的贫穷和疾

苦。大会其他会员在完成对教会“职业培训”的讨论之后，议题的重点便转向



中国教会应如何参与中国的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的建设上来。19世纪20年

代的中国，在殖民经济和西方工业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传统的小农经济正走向不

可挽回的衰落的命运，而工业经济正Ax走来，尽管一开始还是步履瞒姗。西

国传教士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面临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他们在时时考虑着自己在中国的这种社会转变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拿出哪

些措施，做出哪些成就来向中国人证明自己救赎社会的一片红心，不至于教会

平日所传达的拯救人类疾苦，帮助贫人摆脱苦难的说教被认为是虚假的，侵略

中国的政治用心才是真的。这次大会把基督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提到了议事日

程。教会如何参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与中国农业经济的关系

    中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直接靠农业生活。因此要想在中国实现上帝之

城，农村这一广阔市场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因此，基督教会十分强调对农村经

济发展的支持。这就需要教会拿出一整套方案来。与会人员均认为与农村的教

会事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发展农业技术。

    技术农业需要大量广泛深入的调研工作，这是属于教会的教育工作范畴内

的，比如，曾经有一个调查结果表明:沿海地区农村引进的美国品种的棉花，

能获得高产。但其它地区则是中国品种的棉花比美国品种的棉花高产。这种调

查结果将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显然这种结果如果不经过调查，是很容易得出

片面的答案的。尤其是关于技术的问题，是来不得半点虚伪的。

    与会会员认识到:“调研工作”对于中国这种一贯来轻视技术的国度来说

无疑是一种新的事业。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本土来说，农业调查最终将由中国

人自己去继续和深入。因为只有调动各地的中国人，才能更好地了解各地区的

土壤墒情。西方传教士只能提供示范作用。而且这种调查研究少不了同各大学

的农业院系保持联系，更少不了与那些对调查训练有素的人才的合作。南京农

业大学和广东基督教大学就开设了这种农业系。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己经存在从事专门农业教育的学校，如南京金陵大学、



广东基督教大学和部分中学。这类院校多开设谷物、森林、动物、农产品等农

业相关课程。校园园艺业课程的开设，培养了学生的手工劳动的观念;通过出

售产品，还可以为学校增加收入厂增强自养的能力;为学生的自然植物课程提

供观察场所;培养优良农作物品种等。这类教育通过演讲、实践工作、农业课

程培训使中国农业得到不断发展和进步。当时的中国不少于五个教育单位、不

少于30个差会在做着以上的工作。且这种工作正待于深入发展。

    2、农村经济组织问题:

    20世纪初，中国农村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又常遇饥荒，导致当地农民落进

高利贷的魔爪当中。因此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应运而生。这类农村经济组织在

西方国家已经存在，如德国的花旗银行，丹麦的联合银行、印度的农村合作信

用社。1917年约有 23000个类似的组织存在于印度的乡村，约有超过

1000000个客户。信用社为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和经济利益。这种合

作信用社在1922年的中国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经验不足。西方国家组建的

合作社便很好地为中国教会提供了借鉴作用。因为它们的合作社大多是由教会

经营组建的。如德国的花旗银行组建于1880年、起初主要是通过乡村牧师和

教师组建而立。印度信用社主要由政府起作用，但教会的势力在其中也起着主

要的援助因素。农村合作信用社将是个急待发展的行业，有待于中国教会继续

探索。在中国，基督教是帮助中国实现各种经济组织的主要力量。

      (二)与中国工业经济的关系:

    在1922的全国大会上，与会会员一致认为，尽管基督教是人类属灵事业，

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但外在的、物质的追求也是通向天国和精神的重要途径。

所以基督教会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一些实事。当时

的在华基督教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要作壁上观，要参与中国工业经济发

展过程。随着现代大工业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工人罢工、工人的恶劣的工

作环境，妇女和童工等等这些社会间题都随之而来，对于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

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愿意处理这些工业经济的副产品。正碰上基督教在华遭到

不被信任时期 (非基运动)，对于以救赎人类为其宗旨的教会来说，这些间题



正好为在华基督教提供了证实自己的良机。同时中国正处于工业经济刚刚起步

时期，在这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大转变时期，基督教也急切希望能领导中国向着

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基督教急切干预中国经济的意图之一。

    在中国的一些大的港口城市，西方现代机械等先进生产工具被纷纷引进，

工业经济比较发达。那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涌进城市工厂为拥有生产工具

的雇主劳动，于是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从此中国旧的生活

条件被中断，老的传统的生活习俗遭到摧毁。但是新的矛盾也随着经济的发展

而来临。

      比如:一天有14一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6个小时，加上每

天从家里到工厂之间的来回的赶路时间，工人超负荷的劳作。工厂都竟相购买

先进大机器，更新生产工具，而工人多是不识字，没有文化，甚至很多是几岁

的童工。加上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他们的体质与素质无法跟上大机器运转的

速度，时常因上班时打磕睡而被机器致伤致残。工人的工作条件也是非常糟糕。

尤其是那些大型煤矿或其它地下开采及勘探类的工作，工人的安全根本得不到

任何保证，生死由命。即使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工厂主也无须作任何赔偿。

工厂的卫生状祝也是极度恶劣，无数男女工人生活工作在狭小、肮脏握凝的空

间里，又没有消毒措施，各种传染病乘机袭击。妇女为了挣得更多一些钱养家

糊口不得不晚上加班，甚至怀孕前后都得工作，大量童工在超重工作量的压迫

下身体得不到正常发育，在这些诸多恶劣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工人常常过早死

亡。

    其中，童工问题是大会上传教士谈论很多的问题之一。儿童是一个国家未

来发展的希望，六七岁的儿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超时间的工作会摧毁他们的

身体健康，甚至很多中国儿童大批的死亡。长期以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将遭

到极大破坏，整个中华国民的体质也将遭到极度摧残。因此童工问题是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

    还有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冲突;工厂主随意克扣工人工资、剥削压榨工人;

以及工人的福利待遇，工作安全保障，事故保险等。这些间题都得等待基督教



会作为中间人向企业主提出。

    对于以救赎人类为己任的基督教来说，中国工人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基

督教必须要救他们出与水深火热乏中;中国工厂主众多的罪劣，基督教必须要

拯救他们的灵魂;中国社会如此之多的阴暗面，基督教决心要改造它。基督教

会决心帮助中国的现代机器工业建立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不过，无论是穷

苦的工人阶级、落后的手工工厂主还是富有的工厂主，基督教都得帮助和拯救

他们，所以说在华基督教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服务工作，应具有双重责任和义务，

即要拯救工人也要照顾到工厂主的利益，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臣民，基督教对

他们不得有任何的偏见。但谁有罪孽还是不能饶恕他的。

    针对以上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情祝,1922年的大会决定采取以下一系列措施:

    在华基督教会对中国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应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而不

是打击、讽刺挖苦和摧残。更要掌握这些工业机械原理及技术，中国的基督教

不能落后于中国的社会物质技术。同时应积极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

      基督教会为中国劳工的身体健康着想，制定一系列劳动标准:一天工作

时间不超过八个小时，或者实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制定劳动失业保障机制

和保险制度，设定专门机构以督促它得到贯彻和实行;妇女生育前后分别有六

周的休息日;妇女与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得在上午11-5点的时间之外的工

作时工作，更不准在夜间工作;不得招收14岁以下的童工。

    这次大会上，一个新成立的关于经济和工业问题委员会提请大会注意中国

劳工的相关人权问题:每个个体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因此工厂及社会

应保护每一个劳工的工作安全和改善工人的卫生状况;且应给予工人一定的娱

乐闲暇时间，给予他们一定的言论自由。无论是有技术的还是无技术的工人都

有相同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时期，除了现代大机器工业外，还有数目更多的小型

的，隐藏在高楼大厦间的落后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这些是产生另外一些社会

问题的地方:在当时的大机器工业的排挤下，这两类工业只能挣得狭窄的生存

空间，有时是朝不保夕或者是负债经营。在各类工业经济中，他们是当时中国



社会中占比例最多的一类，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又是最恶劣的。所以基督教会理

所最应当关心他们的生活。

    按经济规律发展趋势，机器工业是未来的经济主导和发展方向，手工工业

与家庭工业必将被淘汰，对于将被淘汰的行业，基督教会将抱何种态度呢?虽

然是有悖于社会发展方向的事物，但因为它都是一种社会存在，它同样该享有

其应得到的权利。而且恰恰因为他们落后于社会总潮流，经济效益低下，生活

在生死线上，所以作为拯救人类的基督教会，更应该关注他们的生活。了解这

类工业的行情，收集相关信息，及时提醒他们不要再去投资没有市场的衰落的

工业制造，更不要让其子女去接受那些衰落的行业培训。帮助他们积极调查市

场，去开发研究那些机器工业无法与之竞争的行业，如精致的手工刺绣、编织

业、烧陶雕刻等等之类的工作，这些工种投资小没风险，卖场好，又不会被机

器工业排挤，同时他们又是一种民族工艺品，有很强的艺术价值，生命力强。

基督教应鼓励市民多从事这些工作。

    在中国的北方，纬度高，冬天日子长，天气寒冷，基督教会也应多提倡这

些地区的人们多寻找一些能贴补家用、支持日常开支的家庭小工业，这些多是

针对妇女与孩子的，所以又得同时防止他们工作超时，影响身体健康和孩子的

受教育情况。

    总之，对于中国教会与工业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次大会上，与会会员考虑

到了:现代工厂里的童工妇女问题;小型手工工厂主和家庭工业者。他们都是

当时受西方经济冲击下的弱势群体。还有大企业里工人艰险的工作环境、恶劣

的卫生状况;中国基督教会成为了劳工之间对话的中间人，为工人争取其应得

的权利。大会上，与会成员大声呼吁，为工人阶级制定了系列的工作标准。

第三节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关系

    当一个社会在转型的时候

涉及社会道德的间题便产生了

题。因而中国教会理应关注它

，由于各种社会机制还未来得及建立，因此各种

。社会道德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的社会生活环境问



    首先中国教会得作好各种调查活动，了解中国社会目前的社会道德究竟存

在那些问题，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所以调查这

一环节很重要。1922年大会上传教士把其调查对象分为:中国的基督教社会，

中国社会下层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国社会一些特殊团体。具体说来有以下一些

类别:

    中国基督教社会:

    基督教徒的家庭生活;基督徒工作之余的闲暇娱乐生活调查;基督教徒的

社会道德水准的确定。

      中国下层劳动人民:

    对贫穷、失业和乞丐群体的社会调查;传统的家庭封建婚姻制度 (丈夫纳

妾，娶小老婆等罪恶的家庭体系的瓦解及其仍持续情况);国民的身体健康、

卫生和住房状祝;公共娱乐场所的设施、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等;卖淫、赌博、

犯罪等情况。

    社会特殊团体:

    驻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外国人，他们宗教生活的满足程度，他们的业余

娱乐生活。

    在富人家里作服务工作的佣人、帮工;学徒、工人、商店营业员、船员、

街道小商贩、苦力与农夫。

    警察和士兵;

    奴隶、残疾人、孤儿与老年人、麻风病患者、流浪者等;

    那么这三种社会群体的社会道德问题究竟包括哪些呢?

    基督教徒家庭生活:基督教徒孩子的教育条件和状况、他们的婚姻情况:

包括与非基督徒的通婚率;以及基督徒家庭在中国社会的认可情况;基督徒家

庭代表基督教文化对周围社区所产生的辐射作用和吸引力究竟有多大;基督教

徒家庭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基督徒家庭聚会;

    基督徒工作之余的娱乐生活调查:这包括基督教家庭社区的娱乐设施、娱

乐活动的组织、活动内容、参加人数、对非基督教徒的影响程度、活动周期等等。



    基督教徒社区的文化设施:青年俱乐部、社区阅览室、社区夜生活活动、

幼儿园、拖儿所、妇女俱乐部、社区慈善机构等的开办情祝o

    基督教徒的社会道德水准的规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的硬性规范，对文盲、

穷人的关心程度;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的硬性规范:对安息日的遵守、对作祷

告和礼拜时的虔诚;对酗酒、吸烟、缥娟等道德问题的揭露。

    社区公众问题:社区的问题一般都牵涉到公共问题，如自来水的供应，公

共操堂的建设，图书馆或阅览室的建立，妇女健身房，医疗室急诊室的建立，

餐馆饭厅的建立，就业指导中心，借贷机构等。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城镇，在

每一个社区或群落都得建立一个解决当地市民农民各种问题的办事中心机构。

    实际上在这之前，已有一些热心于此的基督教人士作过相关的调查，如司

徒莲所作的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上海市政厅、福州所作的关于当地 “社会道

德败坏间题”专项调查，杭州和广州也都作过关于打击赌博的调查汇报。

    仅作调查只是问题的第一步，如何培养社会问题研究者又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社会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要把这个间题做深做透必须要涉及到心

理学、教育学、数学、统计学等很多相关的课程，所以这就必须要有社会学功

底的专业人士。因此该次大会提出今后培养这类人才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下面两种类型的人才是基督教会所必需的:

    第一种是具有一定大型活动组织经验的人才。能活跃气氛、调动参与者的

积极性;具有较好的协调组织能力和服务精神;关心社会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

当然这些都是要具备专业素质和水准的，受过一定专门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如

燕京大学就已开设有关社会服务方面的课程。这一类人才多服务于大型社区的

居民。

    第二种是从事个人服务工作。这一类的工作者需要相当细致、耐心和灵活

的手工技能。因为他们是直接服务家政、照顾孩子、料理日常生活的，所以这

一类的工作者一般是女性比男性多，如医院护士、家庭保育员、家庭教师、律

师等自由职业者。这一类的服务范围广，各类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或个别家

庭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基督教会的各种机构如主日学校、教堂牧师在做宣道演讲时都应该加强宣

传基督徒的社会服务精神，加强他们入世的积极性，参与社会救赎的意识。

    所有的中学、大学学校都应该给予每一个学生充分的社会服务实践锻炼的

机会，以让他们走出校门时就具备良好的社会服务本领。大学应准备丰富多彩

的有一定难度的活动节目;应频繁开展有关社会服务工作的征文和演讲比赛;

应开设相关课程。神学研究班也不例外，对社会服务实践工作的参与会曲折加

深对神学意义的理解、对神学的创新和对神学的中国本土化的改造。

    而且一些大学应专门开设研究社会问题的院系所，形成规模教学和研究，

形成特色化这样才能申请到资金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还应该时常与外单位的

同业人员通过会议、拜访或活动的方式进行工作交流，取长补短。同时还应走

出国门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以极取经验。

    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是这一节的关键所在，与会会员提出:基督

教会应培养中国人发表公众意见的习惯，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使中国人形成凡事采取中庸之道，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对别人的事不说好也不说坏，更难让他们在公众场所公开发表意

见。这种民族习惯非常不利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基于此，在华基督教应有

意识地引导中国民众改变这种至深的积习。

    基督教可以采取多种形势和手段激发民众的关注公众问题的热情。如新闻

报刊杂志、张贴海报、发行小册子、社会讽刺性电影话剧、社会问题调查结果

的公开、广告宣传、公共场所的黑板报等等。一旦发现有突出代表性的典型事

例，便可以抓住时机揭发、公开，猛烈地攻击批判。找到一个好的切入口引导

当地民众学会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积极性，帮助他们关心自己的切身

利益，学会维护自身的或自’身所在集团的权益，以及与侵犯自己或自己所在集

团利益的人或单位作斗争。基督教会让中国民众看到利用媒体揭露邪恶势力的

巨大作用，让他们看到曙光，看到公众舆论的力量。特别是新闻广播或媒体能

迅速地把新闻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新闻，

便于广造声势，扩大舆论范围，对肇事者形成无形的压力。而且还要引导民众



注意斗争中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一些社会问题题材的文学也是很好的手段。

    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来组织领导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也不失为好的途径。

因此在社会问题与会会员还提醒天家关注组织机构这个环节。

    大会认为，每一座城市都得设立至少一个解决社会间题的联合委员会，该

委员会应接受当地联合教会的领导，每个地方的基督教青年会在解决当地的社

会问题时应起着前锋的作用。每个教会是否该成立社会问题委员会这得取决于

具体情祝，如其经济承受能力等。规模大的教会一般都得成立。

    整个中华民族应成立一个民族性的社会问题委员会，以促进整个民族民俗

民风建设。其具体的任务为:

    联合全国各地方性的委员会，以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学习以促进相互间的

你争我赶的势头，这样才能搞活社会问题研究;及时收集各地发生的最新消息

以帮助民众分析解决问题;各地方性委员会得每年向全国性委员会报告工作;

编辑刊登有关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报刊或杂志，.作好舆论宣传工作;为各地

方教会出好一月一期的黑板报工作;促进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及与西方国家的

联系;安排社会问题研讨会的相关筹备工作。每个委员会都得安排男女秘书各

一名。

    在经过这次大会对社会服务工作的强调之后，各地教会的社会改革工作纷

纷开展起来:如禁毒、禁酒、禁赌、救灾、改良风俗等工作。’并成立多个全国

性的组织:如“中华民国拒毒会”、“道德会”、“南京改良会”等，以董其事。

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的农村改革运动，包括晏阳初的 “中华平民教育

促进会”及徐宝谦的江西黎川实验计划。不过这是 1922年大会之后的事，本

章节便不再叙述。

    因此，综上所诉，在中国的民主国家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积累起相应的

处理大量社会问题的经验或者说，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机构来解决此类问题

的时候，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在华基督教会有非常广阔的工作空间和有巨大的

，第六章相关引文均出自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held in Shanghai
Tuesday ,may,1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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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在华基督教会也知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在华基

督教会便可以巧妙地赢得渐渐失去的中国人的同情心，重新建立他们的信用。

    但是目前基督教会缺少社会月蔺务方面的领袖人才，教会今后应加强这方面

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一些学校也要着手开设有关社会服务相关课程。这

些领袖人才的任务是及时收集中国社会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及时商

议解决问题对策和办法，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结 语

    晚清和民国初期 (19世纪70年代一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系

列对基督教事业产生影响的事件:洋务运动、庚子事变、新文化运动和非基运

动等，这些事件从正反两面刺激着在华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应对时局的变化，

在华传教士分别于1877年、1890年、1907年和1922年召开了四次全国性

大会，“传教策略问题”成了这几次大会的主要间题之一。四次会议上依次讨

论了对基督教教育问题、传教士问题、差会的联合问题、本色化问题和基督教

的社会服务工作等五个方面问题的应对策略。

    洋务运动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导致了1877年和1890年大会对教

育间题的重视，为传教教育从“差会教育”向“基督教教育”的过渡打下基础;

1900年义和团运动直接促使了百年大会上全体传教士对 “传教士问题”的反

思;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非基运动酝酿了1922年基督教大会上对本色化间

题、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但由于基督教传教士的这些策略的应

变是被动和不情愿的，因此这种不情愿之中便也蕴涵着其必然的历史命运。

    首先，“基督教教育”方面。教育事工一直贯穿着传教士在华的整个活动，

也是传教士在华活动取得最丰收的一项业绩。教会教育刚开始时是以免费方式

吸引教徒的一种手段，到了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看到中国一些进步人士对西

学的倡导，便及时因势利导作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使者，成为晚清时期中国人

了解世界的窗口。且民国初年各差会联合组办了十四所基督教大学，为中国引

进了西方世界的现代教育机制的同时也为中国政府输送了很多人才。从这个意

义上说，1877年、1890年这两次大会对教会学校从“差会教育”向“基督教

教育”的转变起了很大促进作用;1907年百年大会更是促进了基督教大学联

合的实现。这三次大会对教育问题的决策共同汇成了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进

步走向。

    其次，传教士问题。如果说1900年之前，有部分传教士从晚清频繁发生

的教案冲突中，嗅出了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敌意和不满的话，那么是“义和团运

动”彻底让所有在华传教士整体对其传教手段作了不能不算是认真的反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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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共识要不用或少用“条约保护”政策，百年大会明确地宣布了“克制和忍

让”的原则，于是19世纪的霸占地产、欺压百姓的事件确有很大收敛，但传

教士与身俱来的扩展性使得他们的反省不得不是一种外在的调和手段，“非基

运动”时中国人对其猛烈的攻击便可见其一斑。

    第三，在华基督教各差会的联合。尽管有些传教士在很早就意识到了各差

会联合的必要性，1890年大会上也有传教士提出这个问题，最终百年大会上

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列出。但由于西方各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各母会

各差会之间利益的不可协调性使得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各差会除了

在 “事工”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外，其它联合事业都遭到失败，这是其必

然的趋势。

    第四，基督教的“本色化”。“本色化”的口号喊了很多年，具体“本色化”

的实践活动也许更早就开始了，但到传教士退出中国大陆为止，其 “本色化”

的理想一直都未能实现，1922年大会上提出的“中国教会”口号只能说是中

国基督教人士应着民族主义的潮流所发起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一定程度

的成绩，但本质上离 “本色化”的目标还很远，而且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这场运

动也就渐渐地悄无声息了。

    第五，基督教在华的社会服务工作。二三十年代，基督教确实大量地参与

了中国社会世俗性的工作，如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投身与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关

注，在改良社会道德方面，成立“天足会”“戒毒所”和倡导妇女改良等。这

些活动如同基督教的“本色化”一样，轰轰烈烈了一阵最终也便僵旗息鼓。

    传教士的民族优越感、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中华民族的时代觉醒等各种

因素综合地决定了基督教在华(1807年一1949年)期间传教的不可避免的失

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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